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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空气污染治理实施以来，我国环境空气

质量明显改善，二氧化硫、细颗粒物（PM2.5）等一次污染物浓度较之 2013年降

幅达到 30-50%。但是，近几年来，臭氧（O3）已经成为影响空气质量达标的重

要因素，2015 至 2019 年全国 O3年均浓度、污染范围和持续时间呈逐年缓慢上

升趋势，2020年年均浓度虽有所降低，但整体态势并没有完全扭转。仅依靠空气

污染物末端治理难以实现空气质量目标，减少与化石燃料使用、传统制造业转型

等源头改进也十分重要。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中国承诺力争在 2030 年

前实现碳达峰，努力争取在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常规大气污染物和二氧化碳

（CO2）大都源于化石燃料的燃烧，空气质量改善需求也将有利于低碳转型目标

的推进。同时各地区气象条件、污染物排放特征、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和能源结

构等都存在差异。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省级及区域空气质量目标的实现路径及其

对气候减缓的协同效益，无疑成为亟需探讨的重要课题。在我国提出的双碳目标

下，基于 O3、PM2.5与温室气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机制，O3和 PM2.5污染协同防控

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如何科学地走下去，今后的协同控制指标体系应如何建

立？如何更高地对接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标准？这一系列问题都亟待解决。 

作为近年来我国发展最为迅猛的世界级城市群，中国对于粤港澳大湾区

（Guangdong-Hong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BA）的环境空气质量工作提出

了要主动适应气候变化的要求。GBA 需要更积极探索在实现双碳目标下，如何

走出一条以能源调整、消费控制为主、末端治理为辅的减排路径。O3综合防控技

术和 CO2深度减排已成为当前包括 GBA区在内等区域的重大需求。区域环境空

气质量管理中不仅要树立多污染物非线性协同控制战略，更要考虑温室气体和大

气污染物协同减排战略，建立大气二次污染物前体物非线性减排、温室气体协同

减排的创新绿色低碳发展模式，实施区域甚至是跨区域的污染联防联控。 

然而，已有相关研究多集中在评估碳减排的空气质量协同效益分析方面，而

对于各地区实现 O3达标对 CO2减排影响则缺乏探讨。针对上述问题，基于基础

资料收集和模型模拟，本项目立足于气候变化下温室气体与 O3和 PM2.5相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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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机制的研究，拟从国家和区域层面对与碳目标匹配的 O3和 PM2.5协同控制指

标进行初步探究，为我国新阶段的环境大气污染物的控制与标准的建立提供科学

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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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气候变暖愈发强烈的背景下，中国大部分城市的 O3污染不降反升，

并且 PM2.5浓度仍然居高不下。同时，中国在 2015年提交了《巴黎协定》国家自

主贡献，在 2020 年提出了国家碳中和目标，未来的治理措施将逐渐转变为减污

降碳协同治理，以源头治理为主，末端治理为辅。实际上，空气污染与气候变化

同根同源，相互联系。在此背景下，本章通过量化 2015-2022年期间的中国所有

观测站点的 O3 背景值浓度现有浓度水平及 O3 削减空间，评估气候变化与中国

O3 背景值时空变化的相关关系，为中国整体层面及重点区域未来逐步落实气候

变化与空气污染协同应对提供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撑。 

2.1 !"#$%&'(

2.1.1 !"#$ 

中国各站点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来自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全国城市空气质

量实时发布平台（http://106.37.208.233:20035/），时间跨度为 2015-2021年，时间

分辨率为 1小时，监测物种包括 PM2.5、PM10、O3、一氧化碳（CO）、二氧化氮

（NO2）、二氧化硫（SO2）。  

气 象 数 据 来 源 为 美 国 国 家 气 候 数 据 中 心 （ NCDC ） 

（https://www.ncei.noaa.gov/），气象数据要素包括气温、气压、露点、风向风速、

云量、降水量，时间跨度为 2015-2022年，时间分辨率为 1小时。2015-2022年

的 逐 月 厄 尔 尼 诺 指 数 数 据 来 自 于 中 国 气 候 中 心 （ http://cmdp.ncc-

cma.net/pred/cn_enso.php?product=cn_enso_nino_indices）。2015-2022 年的东亚夏

季风指数数据来自于中国海洋大学李建平教授公开发布的数据平台

（http://lijianping.cn/dct/page/1）。 

2.1.2 %&'()*+,- 

O3背景值的定义并不唯一，其定义随研究目的的变化而改变。本章采纳的定

义如下：某一地区人为源排放为 0时对应的 O3浓度。由于 O3浓度存在显著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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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因此 O3小时浓度均值不能反映其对生态系统和人体健康的影响，故在管

理和研究中常采用 O3日最大 8小时浓度均值（O3 MDA8）作为评估指标，本章

讨论的 O3背景浓度也是指 O3 MDA8的背景浓度（O3 MDA8 Baseline）。 

本章采用 NO2截距法来计算 O3 MDA8 背景值。根据大气化学经典理论，

NO2光解是对流层 O3唯一的天然来源，而近地面 NO2主要来自人为源排放，因

此可以认为当某一气团的日间 NO2 浓度接近零时，该气团基本不受人为源的影

响，气团中 O3浓度为该区域的背景 O3浓度，对应的 O3 MDA8亦即其背景值。

以 2022年 8约广州市九龙镇站点为例（图 2-1），以 NO2浓度为横坐标，O3 MDA8

为纵坐标作箱线图，O3 MDA8均值随 NO2浓度先升高后下降，当 NO2浓度接近

0时，可以得到该站点的 O3 MDA8背景值（约 27.0±2.0 ppb）。 

 
图 2-1 广州市监测中心 NO2- O3 MDA8箱线图（2022） 

2.1.3 ./01234%&'(5678 

本章采用 2015-2022年全国环境监测站点的 O3浓度数据计算了各站点 O3 

MDA8背景值的 8年平均值。从全国尺度来看，O3 MDA8背景值大致分布在

30-60 ppb（即约 60-120 μg/m3）之间。由图 2-2可见，全国 O3 MDA8背景的高

值区出现在华北平原、华东地区和西北地区，且背景值呈现出由中部（30-

40°N）向南北递减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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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2015-2021年中国臭氧背景浓度分析结果 

北纬 30°-40°附近上空的副热带高压造成的下沉气流运动，会阻碍近地面污

染物的扩散和传输，这可能是造成该地区的 O3 MDA8 背景值偏高的主要原因。

此外，太行山脉的阻隔更使得污染物难以向西扩散，进一步造成华北平原、以及

长三角北部 O3 MDA8背景值的抬升。在新疆北部与西藏南部地区，O3 MDA8背

景值也略高于全国平均。由于西伯利亚地区强大冷高压的存在，使新疆北部盛行

北风，但由于天山山脉的阻隔作用，使 O3积聚、O3 MDA8背景值升高。此外，

由于西藏南部海拔较高，太阳紫外辐射较强，加之受印度等国跨境传输的影响，

也可能使 O3 MDA8背景浓度略有抬升。 

图 2-3展示的是长三角（YRD）、京津冀（NCP）、珠三角（PRD）和四川

盆地（SCB）四个重点城市群的八年平均 O3 MDA8背景值。长三角、京津冀地

区的平均 O3 MDA8背景值（43.6±3.0 ppb和 43.1±3.5 ppb）显著高于四川盆地

和珠三角（34.4±2.4 ppb和 36.0±1.7 ppb）（p<0.05），其主要原因可能包括如下

几个方面：1） 华东、华北平原天然源 VOCs排放量高，因此即使在 NO2浓度

极低的条件下，仍然有部分 O3的产生；2） 太行山脉的阻隔作用使 O3积聚；

3） 北纬 30°-40°附近气流的下沉运动阻碍 O3扩散；4） 北纬 30°以北相对高

温、干燥的气相条件有利于 O3的生成；而四川盆地与大湾区多雨潮湿的气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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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则有利于 O3的去除，使 O3背景值下降。 

 
图 2-3 2015-2022年全国各地区平均 O3 MDA8背景值 

图 2-4是我国 O3 MDA8背景值的年际变化。由图可见，2017年以来长三角、

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和四川盆地地区的 O3 MDA8背景浓度在均值附近上下波

动，没有显著的下降或上升趋势。该结果也侧面证明，NO2截距法是一种较稳定

的 O3背景浓度定量方法，能够提供较可靠的 O3 MDA8背景值。然而，由于站点

监测数据可用年限较短，2015-2022 年之间的 O3 MDA8 背景值的短期变化可能

难以反映其长期演变趋势，给本研究的结论带来一定不确定性。 

 
图 2-4 2015-2022年全国各地区平均 O3 MDA8背景值的年际变化 

O3 MDA8背景值的量化有助于判断区域 O3未来的削减空间。夏季是一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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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3污染最高发的时段，量化夏季 O3 MDA8的削减空间对 O3污染控制有重要意

义。如表 2-1所示，2022年夏季，京津冀、长三角、四川盆地和珠三角的 O3 MDA8

背景值分别为 56 ppb、50 ppb、41ppb和 34 ppb，O3 MDA8削减空间分别约为 20 

ppb、17ppb、23ppb和 9 ppb。该结果表明，目前全国重点城市群污染季节 O3 MDA8

的削减空间仍然较大，未来必须重视 VOCs 与 NOx的协同减排，以期最大程度

地削减 O3浓度、降低其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系统的危害。 

表 2-1 2022年全国重点城市群夏季 O3 MDA8背景值削减空间分析 

浓度（ppb） 京津冀 长三角 四川盆地 珠三角 

O3 MDA8 76 67 64 43 

O3 MDA8 Baseline 56 50 41 34 

削减空间 20 17 23 9 

2.2 )*+,-!"./01&'234(

地表O3浓度与气象要素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性。大气污染的变化主要由两个因

素驱动：人为排放和气象。尽管人为排放主导了空气污染的长期趋势，但包括温、压、

湿、风、降水、辐射、边界层高度等在内的气象因素也显著影响了日、月、季节、年

际和年代际尺度的大气污染物浓度的变化。 
多元线性回归（MLR）模型是量化气象因素对不同区域大气污染长期变化影

响的有效工具。Li et al.（2020）建立了 9种主要气象因子（日最高 2米气温（Tmax）、

10 米纬向风（U10）和经向风（V10）、行星边界层高度（PBLH）、总云面积分

数（TCC）、降雨量（Rain）、海平面压力（SLP）、相对湿度（RH）和 850 hPa 经

向风 （V850））与中国个站点的 2013-2019 年的去季节趋势的月度的夏季 O3 

MDA8的回归方程以量化气象因素和人为因素对夏季 O3 MDA8的贡献（公式 2-

1）： 

𝑦 = 𝛽! + ∑ 𝛽"𝑥"#
"$% + 𝑖𝑛𝑡𝑒𝑟𝑎𝑐𝑡𝑖𝑜𝑛 𝑡𝑒𝑟𝑚𝑠                （公式 2-1） 

其中 y是去季节趋势的月度的夏季 O3 MDA8，（x1，…，x9）是九个气象变

量，𝑖𝑛𝑡𝑒𝑟𝑎𝑐𝑡𝑖𝑜𝑛 𝑡𝑒𝑟𝑚𝑠为常数项。基于 Akaike 信息标准统计，通过逐步添加和

删除项的方法确定回归系数𝛽"，以获得最佳模型拟合结果。为避免过度拟合，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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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包含至多三个气象参数的夏季 O3 MDA8 的回归模型。MLR 回归的趋势被

用来反映气象贡献，然后残差被用来反映假定的人为贡献，人为趋势的统计显着

性由 t检验确定 。 

2013-2019年期间，MLR的模拟结果表明中国的平均气象驱动趋势为0.7 ppb/

年（p<0.01），表明气象因素是中国大部分地区夏季 O3增加的重要因素（图 2-5）。

具体而言，气象因素的变化显著驱动了华北平原（NCP）、长三角和珠三角的 O3

的增加（0.7-1.4 ppb/年），则对四川盆地的 O3有不明显的缓解降低作用（-0.2 ppb/

年）。与其他地区人为排放主导了区域 O3浓度增加（57%-100%）的结果不同的

是，气象因素的变化对珠三角的 O3 增加贡献度最大（73%）的结果表明气象因

素主导该区域 O3浓度的变化。 

 
图 2-5 2013-2019年中国夏季 O3 MDA8变化趋势。（a）为各观测站点夏季平观测 O3 

MDA8观测变化趋势。图（b）显示了通过将 O3 MDA8拟合到MLR 模型中的气象协变量

而确定的气象驱动趋势。图（c）显示了从 MLR 模型的残差推断出的人为趋势。高于 

90% 置信水平的统计显着趋势用黑点标记。图片来自于 Li et al.（2020） 

与之前对 2013-2017年的研究类似（Li et al., 2019a），华北平原（MLR：Tmax，

V10，RH）最重要的气象驱动因素是 Tmax，珠三角（MLR：V850，RH，SLP）

的则是 850hPa的经向风，RH则是四川盆地（MLR：RH，Tmax，V10）和长三

角（MLR：RH，U10，V10）区域最重要的气象驱动因素。焚风引发的高温天气

是中国北方夏季 O3污染恶化最重要的气象因素。但如此炎热的天气与长期变暖

无关，而是与主要由西北风引起的年际变化有关。珠三角的 O3增加的主要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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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因素是夏季季风的减弱，弱季风能减少海洋清洁空气对 PRD 的通风，利于

城市地区的 O3及其前体物的积累。尤其是在 2018-2019 年期间，高温及弱夏季

风天气显著增加了 NCP和 PRD区域的 O3浓度（表 2-3）。对于山东半岛而言，

受增强的海洋气团的强烈影响，增加的对流导致 O3的扩散速度加快，不利于 O3

的积累和增加（Han et al., 2020）。东北地区气温下降则是该区域 O3浓度降低最

重要的因素（Li et al., 2020）。 

表 2-3 2013-2019年和 2013-2017年中国MDA8臭氧趋势（ppb/年），表格来自于 Li et 

al.（2020） 

 

2.3 )5&'-!"./#$%01&'234(

除了区域人为排放的直接显著影响外，气候系统的变化能通过影响大气污染

的输送、O3的生成、清除等化学反应速率等的同样能有效影响中国 O3背景值的

变化。为进一步评估气候变化对中国 O3背景值的影响，本小节计算了 2015-2022

年的中国每个观测站点的尼尔尼诺 3.4（Niño 3.4）指数、东亚夏季风指数与 O3

逐月背景值的异常值的时间序列的相关性（图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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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2015-2022年中国臭氧背景值异常值与气候系统的相关关系。（a）中国各站点 2015-

2022年逐月 O3 MDA8的异常值和 Niño 3.4指数的相关性分布图；（b）夏季（6-8月）O3 

MDA8的异常值和 Niño 3.4指数的相关性分布图；（c）夏季 O3 MDA8的异常值与东亚夏

季风指数相关相关性分布图。圆点的黑色圆框表明两者显著相关（p<0.05）。 

图 2-6（a）表明，2015-2022年期间，60%站点的 Niño 3.4指数与 O3背景值

的负相关性印证了 Niño 现象通过大气遥相关对全球大气环流和天气系统产生重

大影响，进而能有效调节中国地表 O3浓度变化的研究观点（Li et al., 2022; Oman 

et al., 2011; Xu et al., 2017）。其中京津冀区域（r=-0.21，p<0.05）、河南、安徽等

中部地区（r=-0.28，p<0.01）的异常值与 Niño 3.4指数显著的负相关性表明，强

厄尔尼诺能通过驱动气象因素变化，影响大气污染前体物的输送等抑制区域 O3

背景值的积累，进而可能缓解中国中部及华北平原的地表 O3污染。然而在夏季，

华南地区（r=0.45，p<0.03）、云南（r=0.59，p<0.01）和吉林和黑龙江地区（r=0.37，

p<0.1）的显著正相关性表明 Niño 现象也可能对南方及东北地区等地的 O3夏季

背景值增加有积极贡献（图 2-6（b））。对华南地区和云南而言，Niño 现象通过

西北太平洋的反气旋异常能导致东亚夏季风异常变化，减弱盛行南风势力，不利

污染物的水平扩散传输，从而导致了 O3背景值的聚集和升高。对于东北地区而

言，Niño 产生的异常干燥、高温的气象条件能有效增加天然 VOCs 排放，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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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 O3的化学生成（Li et al., 2022）。上述结果表明，作为最强的年际海气相互

作用信号的热带太平洋周期性气候模式的重要表现，厄尔尼诺和拉尼娜对调节中

国地表 O3变化有复杂且重要的作用。 

中国夏季 O3 背景值与东亚夏季风的相关性表现出明显的南北差异（图 2-6

（c）），进一步表明了东亚夏季风的变化可能导致了中国南北地区 O3 变化存在

“跷跷板”效应。具体而言华南、西南地区（r > 0.5，p<0.02）等地的 O3与东亚

夏季风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性，而华北地区和长三角区域的部分站点（28-42°N）

则有显著的负相关性（r < 0，p<0.05）。上述结果则表明强的东亚季风可能减少中

国北方夏季 O3背景浓度的降低，但可能会提升中国南方尤其是华南区域的夏季

O3背景值浓度。 

东亚夏季风通过对流层低层的风、云层和向下的短波辐射影响 O3的空间分

布，从而影响中国区域 O3的传输和化学形成。在强东亚季风期间（2018年），华

南及西南地区的晴天和太阳辐射增加，以及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减弱产生的异常

东北风和削弱的盛行南风导致有利的跨界水平输送（由北向南）（Li et al., 2018; 

Yang et al., 2022），从而能增加地表 O3背景值。图 2-7表明，在东亚夏季风最强

的 2018年，华南和西南区域的 O3背景值达到了高峰值（2.70-4.19 ppb）。对于中

国东部 28-42°N区域而言，强季风带来的太阳辐射减少、气温降低等气象因素的

变化和大气污染物的由北向南输出则能有效降低区域 O3（Yang et al., 2022）。受

2018年强夏季风的影响，京津冀和江苏的 O3夏季背景值较 2017年（弱季风年）

有所下降（-1.49 ppb，-5.74 ppb），且比常年偏多的降水使 7月的 O3背景值比 2017

年同期分别降低 5.10 ppb和 7.60 ppb（图 2-7（c）-（d））。总之，东亚夏季风的

周期性变化通过影响区域 O3的化学生成及大气污染物的水平和垂直传输，能有

效调节中国地表 O3背景值的变化分布，进而对中国夏季地表 O3污染有着重要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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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2015-2022年中国 O3背景值的夏季异常值空间分布图。（a）-（h）分别代表中国各

站点 2015-2022年的夏季异常值。 

厄尔尼诺和东亚夏季风气候系统变化对中国地表 O3背景值浓度变化的显著

相关性表明，全球气候变化正在有力地影响中国地表 O3浓度的变化。在制定控

制 O3 前体物排放 O3 污染的治理措施需要思考如何协同缓解气候变化以尽量降

低愈发显著的全球气候变化对中国地表 O3污染的显著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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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DE/FG5,HIJKLMNOP 

3.1 67./89:;2<=>?@AB;AC(

近年来，随着《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颁布实施，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到 2019年，全国 74个重点城市年均 PM2.5浓度相比 2013年

下降了 47.2%，而 O3污染却呈现上升和蔓延的态势。当前，O3污染已成为我国

部分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的首要因素，也是制约我国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关键问

题（Li et al., 2019b; Song et al., 2017; Wang et al., 2019）。 

近地面 O3由大气中的氮氧化物（NOx）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在光

照条件下发生光化学反应生成，且 O3生成与前体物排放水平间存在高度非线性

关系，表现为 NOx/VOCs 比值较高时，O3生成对 VOCs 排放变化更为敏感，反

之则更易受 NOx排放变化控制。因此，O3污染治理需要依据其生成机制对前体

物排放结构进行调整，而准确识别 O3生成机制是制定科学有效的 O3防控措施的

前提条件（Atkinson, 2000; Guo et al., 2022; Li et al., 2021）。由于大气 O3生命时

间较长，O3污染问题更是区域性问题，不同区域间通过污染及前体物传输存在相

互影响，因此解决 O3污染问题要求区域间联防联控，通过科学研究确定各地区

的最佳减排策略，达到整体防控的效果。我国各地区的大气污染现状和防控重心

不同，如何考虑地区特征有针对性地提出前体物分阶段精准调控以实现 O3地精

细化防控，是目前我国 O3污染治理亟需解决的问题。 

O3污染与气候变化间存在相互影响：一方面，气候变化导致的气象条件和传

输特征的变化会影响到局地O3的生成和输送；另一方面，O3自身作为温室气体，

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边界层内的气象状况。此外，O3前体物的多来自于电厂、

工业和交通部门的人为排放，与温室气体排放源重合度较高，以 O3污染控制为

目标的减排措施可能同时减少 CO2、甲烷（CH4）等温室气体的排放，进而带来

气候变化减缓的协同效益。目前不少研究探究了过去和未来的气候变化对我国

O3污染及其治理的影响（Lu et al., 2019; Yang et al., 2019; Zanis et al., 2022），而

对于 O3污染治理带来的温室气体减排的协同效益关注较少。 

基于以上科学基础和当前研究背景，本研究拟采用区域大气化学传输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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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系列固定比例的前体物减排试验，确定我国各省级地区的 O3生成机制，

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因地制宜的分阶段 O3前体物减排目标，为精细化防控 O3污染

的措施制定提供理论参考，同时为后续气候变化与大气污染协同治理路径的研究

奠定基础。 

3.1.1 9:;<=>?=@ABCDEFGHIJ 

本研究采用WRF-Chem（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ing model coupled with 

Chemistry, （Grell et al., 2005））大气化学传输模型，通过运行一系列 NOx与 VOCs

的减排试验，来探究不同地区 O3化学生成对前提物的敏感性，并依此针对不同

的省份设置使得 O3评价达标的减排目标，同时评估以 O3污染治理为目标的前体

物减排带来的 PM2.5污染改善的协同效应。考虑到一氧化碳（CO）能够通过参与

NOx与 VOCs 的光化学反应影响 O3的生成，在高 NOx浓度的环境下是 O3的主

要前体物之一；与 VOCs 相似，CO 同样多来自于交通排放、燃烧及工业过程

（Tang et al., 2019; Zhang et al., 2019），在设置 VOCs减排的同时，本研究设置了

等比例的 CO减排（即，下文所提到的 VOCs减排表示 VOCs与 CO以相同比例

共同减排）。 

本研究以 2015年夏季（7月）为模拟基准，模式采用兰伯特投影下 27 km分

辨率的网格，覆盖了 189（东西向）×157（南北向）格点的区域，包含了整个中

国及毗邻地区；垂直方向分 38层，模式最低层距地面约 20m。在中国区域的人

为 排 放 使 用 清 华 大 学 开 发 的 中 国 多 尺 度 排 放 清 单 （ MEIC ，

http://www.meicmodel.org/），中国以外的亚洲地区人为排放采用 MEIC模型团队

开发的 2010年亚洲排放清单产品 MIX（Li et al., 2017）。其中，整个模拟区域的

农业氨排放替换为 Zhang et al. （2018） 统一自下而上的统计方法和自上而下的

反演方法得到的月排放量数据。 

发生在边界层内的气溶胶干湿沉降过程是大气气溶胶的主要清除过程，因此

对气溶胶沉降的模拟准确性影响着模式对近地面 PM2.5浓度的模拟效果（Du et al., 

2019; Fan et al., 2014）。受限于观测数据的稀少，沉降过程模拟在不同的模式中

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近些年来的观测研究发现，大多数模式中的参数化过程

存在低估云下清除、高估干沉降速度的问题，因而造成了较大的 PM2.5沉降和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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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浓度的模拟偏差。本研究采用 Ryu 和 Min 提出的更新的气溶胶干湿沉降参

数化方案（Ryu and Min, 2022）对颗粒物干湿沉降的计算进行了如下改进： 

首先，在湿沉降中改进了云中清除和云下清除。（1）云中清除：在原始的

MOSAIC方案中，云量以云水及云冰混合比为 10-3g/kg为阈值，高于阈值认为格

点内云量为 1（100%），低于阈值则为 0，导致过量的云中清除（使用一级损失

率参数化计算，认为收集和转化造成的云载气溶胶的清除速率与云滴向雨滴的转

化速率相同）： 

F&'()*+,*-. = 1 − 𝑒/0!∆2 ≅ 𝑟3∆𝑡             （公式 3-1） 

其中 F指被雨滴清除的云载气溶胶的比例，rc表示由微物理参数化得到的云

滴向雨滴的转化速率，通常为 10-5-10-3 s-1。而在新的方案中考虑了云量𝑓345这一

变量，使得云中被雨滴清除的气溶胶的比例可表示为： 

F&'()*+,)67 = 𝑓345 81 − ex p <−
0!∆2
8!"#

=>         （公式 3-2） 

上式中，
0!
8!"#
为云内转化速率。因而云内湿清除可以看作 Frainout 与云气溶胶

浓度乘积的垂直积分： 

Q()/9-*+. = ∑ ∫ 𝐹0:;<=>2𝜌𝐶;𝑑𝑧
?$%&
!;        （公式 3-3） 

其中，ρ为空气密度，Ci为第 i个 bin的云载气溶胶混合比，ztop为模拟区域

最高层。 

（2）云下清除：基于Wang et al.（2014）中的半经验公式进行云下清除的参

数化，以期改善 WRF-Chem 中对气溶胶云下清除的低估。在给定雨滴（或雪）

的速率下，特定大小的粒子的云下清除系数为Λ&'()（或Λ@)*7），不考虑垂直湍流

的情况下： 

Λ = κAPA                        （公式 3-4） 

其中，A、B为经验参数，是气溶胶直径的函数。P为降水速率（单位：mm/h）。

经一系列敏感性试验测试，设置κ = 200。云下清除的气溶胶占比依然用一级损

失率计算，因此，云下清除可表示为： 

QB6-*7/9-*+. = ∑ ∫ [1 − ex p(−(Λ0:;< + ΛC<=D)Δ𝑡)]𝜌𝐶;𝑑𝑧
?$%&
!;  （公式 3-5） 

对气溶胶干沉降过程，其速率使用 Emerson et al.（2020）的方案参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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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 𝑉E +
%

F'GF(
                     （公式 3-6） 

其中，Vg为重力沉降速率，Ra和 Rs分别为空气动力学阻抗和地表阻抗。重

力沉降速率的计算方法为： 

VH =
H
%IJ

< K)
K'*+

=𝑑LM𝐶3 	                 （公式 3-7） 

上式中 g 为重力加速度，ν为空气运动粘度，𝜌L和𝜌:;0分别为颗粒物和空气

的密度，dP为颗粒物直径，Cc为坎宁安（Cunningham）修正因子。地表阻抗则通

过以下关系参数化： 

R@ =
%

N,>∗OP.GP/0GP/1Q
                （公式 3-8） 

其中，Eg，EIm和 EIn分别表示表示布朗运动收集效率，碰并收集效率和拦截

收集效率，分别依据经验参数等计算。 

除了对沉降参数化的修正外，本研究还在 WRF-Chem 模型中的添加了简单

的 SOA生成计算模块，来部分弥补模拟所用的MOSAIC气溶胶化学方案未考虑

二次有机气溶胶导致的 PM2.5浓度的低估。该模块用 CO、异戊二烯（ISPO）和

单萜烯（TERP）的排放，结合模式计算的 OH 自由基浓度来计算 SOA 的生成

（Miao et al., 2021; Nault et al., 2021; Pai et al., 2020），并将这部分 SOA添加至有

机气溶胶 OC中，参与传输及物理化学过程的计算。考虑到 PM2.5可以通过影响

近地面辐射条件、大气氧化性和非均相化学过程影响 O3的浓度（Li et al., 2019a; 

Lou et al., 2014; Zhu et al., 2019），上述方案的使用对 PM2.5模拟高估进行修正的

同时，也部分改善了模式对近地面 O3的模拟，尤其在华北地区较为显著。 

图 3-1展示了本研究的基准模拟得到的 2015年 7月近地面 O3与 PM2.5月平

均浓度的空间分布，及其与来自中国环境监测中心（CNEMC）的观测的对比。

结果显示，近地面 O3与 PM2.5模拟时序与观测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9和 0.6，表

明模式能较好地捕捉到这两种污染物随时间的变化过程。与站点观测相比，模拟

对河北、山西和四川盆地地区夏季平均 O3浓度略有高估，而低估了内蒙、西北

地区和青藏高原的近地面 O3浓度，使得全国站点平均的近地面 O3浓度略低于观

测值（模拟 70.8 μg/m3 vs. 观测 71.2 μg/m3）。尽管上述参数化方案的改进降低了

约 3%的近地面 PM2.5浓度模拟的高估，模式对 2015年 7月近地面 PM2.5月均浓

度的模拟在华北地区、四川盆地地区以及新疆仍呈现较大的高估，而在华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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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略有低估，导致全国站点平均月均近地面 PM2.5浓度的模拟结果相比观测高估

了约 38%。模式在新疆及华北地区的异常近地面 PM2.5浓度高值可能来自于偏高

的沙尘排放（Jones et al., 2012），以及所使用的MYJ_Eta （Janjic, 1990; 1994）

边界层-近地层参数化方案对边界层内湍流混合的低估，需要后续进行进一步探

讨和完善。当前的基准模拟设置在长三角地区的近地面 O3和 PM2.5的模拟效果

较好。 

 
图 3-1 基准情景（2015年 7月）近地面 O3（左）及 PM2.5（右）月均浓度模式模拟结果与

站点观测（上图圆点）的对比 

除人为排放外，敏感性试验的参数设置与基准模拟保持一致。试验包括单独

减排 NOx（分别减排 20%，40%，60%和 80%）、单独减排 VOCs与 CO（分别减

排 20%，40%，60%和 80%）、同时等比例减排 NOx与 VOCs（包括 CO，下同。

减排 20%，40%，60%，80%）以及不同比例减排 NOx与 VOCs（包括减排比例

呈 1:2与 2:1减排）。试验的具体排放设置如表 3-1所示，模拟时段为 6月 28日

至 7 月 31 日并对其中前三天是模式初始化时间，7 月份的模拟结果进行用来着

重分析。该组模拟的气象条件控制在 2015年，使用 2015年 7月的 NCEP FNL 再

分析资料作为气象初始和边界场，化学初始和边界条件则采用了来自 NCAR 的

CAM-Chem 模式的输出数据，敏感性试验中不考虑未来气象条件变化及化学初

边界条件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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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臭氧前体物减排敏感性试验设置 

试验设置 

Base：MEIC2015 

NOx减排比例 

0% 20% 40% 60% 80% 

VOCs（及

CO）减排比例 

0% √ √ √ √ √ 

20% √ √ √   

40% √ √ √  √ 

60% √   √  

80% √  √  √ 

3.1.2 %&KLMNOPDEF?7QR78STUVWI* 

本研究计算了不同减排情景下各省区域平均（由模拟网格上该省级行政区覆

盖的所有格点数据做平均算得）的 O3评价值。此处 O3评价值定义为模式最低层

日最大 8小时 O3的 90 百分位数（MDA8 O3-90th），即模拟时段（7月）的第四

高值。图 3-2展示了各个省份MDA8 O3-90th对不同比例 NOx减排（红色）、VOCs

及 CO减排（浅蓝色）以及二者同时等比例减排（深蓝色）的响应曲线，其中误

差线表示该区域内 O3评价值的标准差。 

结果显示，我国大部分地区的 O3生成对 NOx排放的变化更为敏感，即等比

例减排 NOx与 VOCs，前者所取得的 O3污染改善更大。其中，部分省份，如山

西、辽宁、安徽、浙江、河南，在减排初期（减排比例不超过 20%），O3对 NOx

和 VOCs的减排响应相当，此时两种前体物等比例减排能取得更好的 O3控制成

效；随着减排力度的增大，O3对 NOx排放敏感性增加，此时等比例减排 NOx及

VOCs相比于单独减排 NOx会带来最多约 10 μg/m3的 O3浓度下降。在华南、西

北及西南的一些省份，尤其在甘肃、青海、新疆、西藏和云南等地，O3对 VOCs

及 CO的排放变化不敏感，O3评价值几乎随 NOx排放的减少线性降低，使得 NOx

与 VOCs共同减排的效果与只减排 NOx相差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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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31省区域平均近地面臭氧评价值（MDA8 O3 90百分位数）对不同程度 NOx（红

色）、VOCs（浅蓝色）及二者共同减排（深蓝色）的响应曲线，误差线表示区域内模拟结

果标准差。 

此外，华北、华东的部分地区，如北京、河北、江苏、山东，处于过渡区，

当减排幅度低于基准排放的 60%，单独减排 NOx与等比例的 VOCs 减排带来同

等力度的 O3污染的改善，而两类前体物的共同减排则能更快速地降低近地面 O3

浓度高值。当减排比例大于 60%，O3生成变得对 NOx排放更加敏感，体现了深

度减排 NOx 在这些城市 O3 污染控制中的重要作用。天津和上海当前则正处在

VOCs控制区，从图 3-2可以看出，当减排比例低于基准排放的 40%，O3评价值

随 VOCs 及 CO 减排的下降幅度远高于等比例的 NOx减排。只有减排超过 40%

的基准 NOx减排，O3化学生成进入过渡区，单独减排 NOx 才能显著降低这两座

城市的MDA8 O3高值，此时结合等比例 VOCs的减排，仍能获得可观的 O3污染

缓解收益。这表明，对天津和上海两座城市，O3污染的短期快速改善应主要针对

VOCs进行减排，但长期达标则需要推动 NOx深度减排以越过拐点。同时，防控

前期应合理制定措施，控制 VOCs与 NOx的减排比例，以防止 O3浓度不降反升。 

以基准模拟和 16 组不同比例减排 O3前体物的敏感性试验的模拟结果为样

本，本研究采用 Delaunay三角剖分方法进行插值，绘制了各省级地区 O3浓度与

前体物排放水平关系图（EKMA 曲线图，图 3-3）。图中的空心圆圈标记实际运



 

20 

 

行模拟的减排情景，填色表示插值结果，并标注了 160 μg/m3，120 μg/m3和 100 

μg/m3三条MDA8 O3-90th浓度等值线，分别表示全国（广东省除外）O3污染第

一阶段（到 2035年）控制目标、广东省 O3污染第一阶段控制目标和全国 O3污

染第二阶段（到 2060年）控制目标。等值线处对应的 NOx和 VOCs（及 CO）减

排比例则可看作 O3污染达标对应的减排方案。 

 

图 3-3 31省区域平均臭氧评价值与前体物减排比例关系（EKMA图）。图中空心圆圈标注

了实际进行敏感性模拟的减排情景，并标注了 160 μg/m3、120 μg/m3和 100 μg/m3浓度等值

线。 

本研究进一步提出了控制 NOx为主、控制 VOCs为主和 NOx及 VOCs协同

控制三种不同的前体物减排路径，即各省到 2035和 2060年 O3前体物的减排指

标，如表 3-2 所示。各减排路径的设置基于以下原则：①对于已经达到 O3污染

控制目标的省份，不考虑其人为 NOx及 VOCs减排；②在 NOx与 VOCs协同减

排路径中，减排方案使 O3评价值达标的基础上，尽量控制 NOx与 VOCs减排比

例相近；③在控制 NOx为主或控制 VOCs为主的路径中，保证 O3污染达标的前

提下，作为主要控制目标的物种减排比例应高于协同减排路径，且优先选择主要

控制物种的减排比例大于次要控制物种减排比例两倍的减排策略；④考虑到未进

行前体物减排 100%的模拟试验以及三角剖分方法向外插值的误差，对于图 3-3

中前体物减排 100%仍无法达到第二阶段控制目标的省份，如北京、河北、天津、

上海等，单一前体物减排不超过基准排放的 95%，且尽量使 O3评价值控制在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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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g/m3及以下。 

根据分省 EKMA 曲线图和所设计的 O3前体物减排目标进行分析：京津冀和

江苏、上海当前夏季 O3污染较为严重（O3评价值高于 200 μg/m3），且多处于过

渡区或 VOCs控制区，因此达成第一阶段目标需要对人为排放的前体物进行大幅

度（超过 50%）减排。初期三种路径所对应的减排情景差异显著，而为达到 2060

年的控制目标，这些地区需要将 NOx及 VOCs排放控制在 2015年排放量的 10%

以下，使得三种路径到污染控制后期的减排结果趋于一致。青海、新疆、西藏和

云南四省在基准情景排放条件下 O3评价值低于第二阶段目标浓度，可看作已经

达标，因此未设置额外的减排目标；内蒙古、东北三省、福建、江西、浙江、湖

南以及华南、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大部分省份在 2015 年基准排放情景下也已经实

现了第一阶段的控制目标；其余省份，以河南、山东、广东为代表，在两种前体

物协同减排路径下需在 2035年之前减排 10-45%以达成 O3控制目标。这些地区

整体处于 NOx控制区，O3评价值对 NOx排放变化更为敏感，因而深度减排 NOx

对实现 O3污染的第二阶段控制目标而言是较为经济有效的措施。 

表 3-2基于臭氧达标目标的分省前体物减排路径 

 

NOx与 VOCs协同减排 减排 NOx为主 减排 VOCs为主 

2035年减排

（%） 

2060年减排

（%） 

2035年减排

（%） 

2060年减排

（%） 

2035年减排

（%） 

2060年减排

（%） 

华北地区 

省份 NOx VOCs NOx VOCs NOx VOCs NOx VOCs NOx VOCs NOx VOCs 

北京 70  70  90 90 75  45  95 80 60  80  90 95 

天津 65  65  95 95 75  40  95 95 40  80  95 95 

河北 50  55  90 90 65  10  95 80 35  70  90 95 

内蒙古 已达标 45 50 已达标 50 20 已达标 40 70 

山西 30  30  85 90 40  10  90 60 20  50  85 90 

华东地区 

省份 NOx VOCs NOx VOCs NOx VOCs NOx VOCs NOx VOCs NOx VOCs 

安徽 30  35  85 80 40  10  90 40 20  50  80 90 

福建 已达标 40 40 已达标 45 10 已达标 30 75 

江苏 50  50  85 85 60  20  95 60 20  70  80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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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已达标 50 45 已达标 55 10 已达标 45 80 

山东 45  45  90 90 55  10  95 60 25  60  85 95 

上海 75 75 95 95 85 60 95 95 65 85 95 95 

浙江 已达标 80 70 已达标 85 10 已达标 75 85 

东北地区 

省份 NOx VOCs NOx VOCs NOx VOCs NOx VOCs NOx VOCs NOx VOCs 

黑龙江 已达标 45 45 已达标 50 10 已达标 40 70 

吉林 已达标 70 65 已达标 75 15 已达标 65 85 

辽宁 5 5 85 85 10 0 90 45 0 10 80 90 

华中地区 

省份 NOx VOCs NOx VOCs NOx VOCs NOx VOCs NOx VOCs NOx VOCs 

河南 40 40 90 90 50 10 95 50 25 60 90 90 

湖北 10 10 75 75 15 0 80 50 5 20 75 85 

湖南 已达标 60 70 已达标 65 30 已达标 55 80 

华南地区 

省份 NOx VOCs NOx VOCs NOx VOCs NOx VOCs NOx VOCs NOx VOCs 

广东 25 30 55 60 30 10 65 10 15 50 50 80 

广西 已达标 35 40 已达标 40 10 已达标 30 70 

海南 已达标 20 20 已达标 25 0 已达标 10 50 

西南地区 

省份 NOx VOCs NOx VOCs NOx VOCs NOx VOCs NOx VOCs NOx VOCs 

重庆 10 10 75 60 15 0 80 10 5 20 70 85 

四川 已达标 55 50 已达标 60 10 已达标 50 80 

贵州 已达标 50 40 已达标 55 10 已达标 45 80 

云南 已达标 已达标 已达标 已达标 已达标 已达标 

西藏 已达标 已达标 已达标 已达标 已达标 已达标 

西北地区 

省份 NOx VOCs NOx VOCs NOx VOCs NOx VOCs NOx VOCs NOx VOCs 

甘肃 已达标 30 35 已达标 35 10 已达标 20 70 

宁夏 已达标 65 50 已达标 70 10 已达标 55 80 

陕西 已达标 70 60 已达标 75 10 已达标 65 90 

青海 已达标 已达标 已达标 已达标 已达标 已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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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已达标 已达标 已达标 已达标 已达标 已达标 

*说明：本研究设置了分阶段的臭氧达标目标，第一阶段指 2035年前的达标目标（对应“2035年减排”这

一栏），在广东省该目标为MDA8 O3-90th不超过 120 μg/m3，广东之外的其它省份则为不超过 160 μg/m3。

第二阶段目标指 2060年前需达到的长期目标（对应“2060年减排”），该阶段全国各省的臭氧达标指标为

MDA8 O3-90th不超过 100 μg/m3。由于各省前体物排放量差异较大，本表给出各省基于基准排放的减排比

例，以统一各省减排指标。 

3.1.3 %&NOPTU? PM2.5XYTZ[\]^78 

NOx和 VOCs是 O3和二次有机气溶胶共同的前体物，二者的减排在缓解 O3

污染的同时，前体物浓度的降低和 O3污染改善所带来的大气氧化性变化也能减

少硝酸盐等二次颗粒物的生成，从而实现 O3 与 PM2.5 的协同治理（Xing et al., 

2018; Zhu et al., 2019）。基于此，本研究同时也考察了单独减排 NOx或 VOCs，

以及共同减排两种污染物的情景下，各个省近地面 PM2.5浓度的变化。图 3-4显

示，除内蒙古、甘肃、青海和西藏四省响应较弱之外，其他省份的区域平均 PM2.5

浓度随单一污染物或两种前体物减排幅度的增大呈现线性降低的规律。PM2.5 的

协同改善在华北、华中及长三角、珠三角和川渝地区较为显著，表明这些地区二

次气溶胶在总颗粒物中占比较大；同时减排 80%的 NOx与 VOCs 基准排放，在

这些地区最多可带来约 45%的近地面 PM2.5浓度降低。同等减排比例下，单独减

排 NOx比单独减排 VOCs在大多数地区能够收获更大 PM2.5协同改善效益，而在

上海，VOCs减排情景下的 PM2.5浓度更低，体现了这一地区 VOCs减排的重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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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30省区域平均近地面 PM2.5月均浓度对不同程度 NOx（红色）、VOCs（浅蓝色）及

二者共同减排（深蓝色）的响应曲线，误差线表示区域内模拟结果标准差。由于沙尘排

放，新疆地区 PM2.5模拟值异常偏高，且几乎不受人为排放变化影响，因此未在图中展示 

3.1.4 _`a_SbcdF78 

该部分研究以 2015年夏季（7月）为基准，通过设置一系列 O3前体物减排

的敏感性试验，识别了不同省级区域内 O3浓度对 NOx和 VOCs排放变化的敏感

性，并依据所得到的 EKMA 曲线图制定了基于 O3浓度达标的两阶段分省减排目

标。结果表明，除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外，我国大部分省份处于 NOx敏感区。短

期内，在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地区侧重 VOCs的减排，有利于快速削减其夏季

O3污染高峰，而长期来看，全国范围内仍需坚持以 NOx深度减排为主的 O3污染

防控和治理措施。对区域平均的近地面PM2.5浓度变化的分析显示， NOx与VOCs

的减排在减缓近地面 O3污染的同时，也能给大部分地区带来显著的 PM2.5污染

协同改善效果。在 2015年基准排放的基础上同时减少 80%的人为 NOx与 VOCs

排放，可以使夏季北京地区平均 PM2.5浓度降低 35 μg/m3。本研究所提出的分省

O3前体物减排目标充分考虑了排放水平和 O3化学机制的地区差异，对各地区 O3

生成敏感性的判断与政策建议与相关的研究基本一致（Li et al., 2022; Liu et al., 

2021; Wang et al., 2019; Xue et al., 2014）。基于不同控制重点的多种路径可用于下

一步的减排措施成本-效益分析和温室气体协同减排分析，便于结合多种评价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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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给出精细化控制和减缓 O3污染的政策参考。 

本研究目前仍存在以下不确定性：首先，当前只对 7月份进行了模拟，所计

算的 O3评价值（7月MDA8 O3第 4最大值）与 O3年评价值（日历年内MDA8 

O3第 36最大值）不完全重合，可能会对 O3达标的判断带来一定的误差。7月份

是华北和华东大部分城市地区的主要 O3污染季，但并不是唯一污染季，《中国大

气臭氧污染防治蓝皮书（2020 年）》记录了 2019 年 9 月下旬一次长时间大范围

的 O3污染事件；同时，O3对前体物的响应关系存在季节变化，这表明 O3污染治

理需考虑整个暖季（4-10月）内排放的动态控制（Jin and Holloway, 2015; Li et al., 

2013）。其次，本研究利用大气化学传输模型WRF-Chem进行敏感性试验，在整

个中国地区同时进行等比例减排，目前的分析无法区分本地排放和传输的影响，

对各省份近地面 O3减排潜力的预估也可能因此存在误差。此外，气象状况的改

变一方面直接作用于 O3前体物的自然排放，另一方面也会通过影响外界传输导

致本地 O3生成机制的变化（Lu et al., 2019; Wang et al., 2013; Westervelt et al., 2019; 

Yang et al., 2019），考虑未来的 O3控制措施和前体物减排目标，应进一步考虑未

来气候变化引起的大尺度环流的改变，以降低结果的不确定性。 

3.2 !"DEF>GHIJKL$MN(

基于上节计算的中国各省 O3达标的前体物减排方案，我们从两个维度设置

了 14 个情景来探究碳中和目标下不同省级碳配额分配方式与空气污染末端控制

的影响，确定中国层面 O3和温室气体协同减排最优路径。气候政策方面包括无

碳限额的参考情景（BaU）和六种不同省级碳配额分配方式的碳中和情景，共七

种；末端控制包括当前政策参考情景（CLE）和加强现有控制力度的情景

（POLICY）。经两两组合后总计 14个情景。 

3.2.1 e$fg=>hIMED|CGE 

IMED|CGE 模型以基准年（2017 年）各省市投入产出表数据为社会经济方

面的数据基础，结合能源平衡表，产业统计年鉴数据形成了模型所需的基准年数

据。模型由 GAMS/MPSGE 建模并用 PATH 算法器求解。模型的部门划分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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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研究问题和目标的不同而灵活设置。模型包括生产模块、国内外贸易的市场模

块以及政府和居民的收支模块。IMED|CGE 已广泛地应用于事前定量评价税收、

贸易、能源、温室气体减排等政策的效果和经济影响，是能源经济评估的主流模

型。本研究所用 IMED|CGE 模型（图 3-5）中涵盖了二十余个生产部门及 30 个

省市（不含台湾），以一年为步长动态模拟至 2060年，全面刻画各省市经济发展、

能源需求、温室气体及空气污染物排放之间的关系，得到未来年产业结构和能源

变化趋势、行业级别碳排放量和减排成本。 

 

图 3-5  IMED|CGE模型框架图 

在 CGE 模型中，碳限额对于大气污染物协同减排的价格信号的传导效应如

下所述（图 3-6）。在碳限额下产生 CO2影子价格，造成化石能源价格上升，供给

侧化石能源消费和产业产出下降、温室气体排放下降；同时在需求侧，提高了高

碳排放产品的成本，推动生产和消费者转向低碳排放的产品。也就是通过改变生

产原料或消费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来引导经济主体的生产和消费行为向更加低碳

的模式转化，达到 CO2减排的目标。而常规大气污染物与 CO2同根同源，在降

低化石能源消费和工业产出的同时，也降低了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因此，降碳协

同减污本质上是通过能源替代和工业产量降低伴随生产过程排放降低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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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基于 IMED|CGE模型的碳减排与空气污染物协同减排示意图 

3.2.2 i(IJ 

1) 碳中和目标下各省配额分配方式设定 

公平和效率是应对气候变化时争论的焦点。公平原则有来自平等主义、主权

准则、祖父准则、支付能力和经济活动等不同方面的解读。平等主义强调所有人

都有平等的排放和发展权利，本研究据此构建了人均碳排放趋同情景（CNS-

CO2PC）。主权准则，指所有区域具有平等的排放权和不受影响的权利，也就是

所有区域按照同比例减排，维持现有的相对排放水平不变，据此构建了各省市以

同等减排速率下降的情景（CNS-SameRate）。祖父准则鼓励各地区渐进式碳减排，

省级配额占比与实际历史省级排放在国家总量中的占比相同，以确保各省市经济

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据此构建了祖父情景（CNS-Grandfathering）。支付能力

准则强调经济能力更强的地区应承担更高的减排责任，其中人均 GDP 是衡量地

区经济能力的有效指标，据此构建了减排能力（CNS-Capacity）和支付能力（CNS-

Develop）情景。 

在效率方面，碳强度，即单位 GDP产出的 CO2排放，是衡量效率的一个重

要指标。如果一个地区碳排放强度较高，则表明该地区生产中无效率排放可能较

大，因此从效率角度而言该地区应承担较高的减排目标。据此构建了碳排放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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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同情景（CNS-CO2Intensity）。 

综上所示，根据不同的分配准则，本研究设置了以下六种不同碳中和情景下

碳配额分配情景（表 3-3），给定了各省市 2017-2060年逐年的碳排放限额总量，

作为 CGE 模型中碳中和情景的限制条件。根据不同的分配原则，本研究设置了

以下六种不同碳配额分配情景（表 3-3）。 

表 3-3 碳中和目标下不同碳排放配额方式 

情景名 说明 排放配额前三省份 

CNS-CO2PC 
人均趋同 

人均碳排放趋同：到 2060
年各地区人均排放均为 2.3
吨/人 

广东、河南和山东，在 2060年
碳排放量分别为 2.60、2.37和
1.96亿吨 

CNS-SameRate 
同等速率 

碳排放年下降速率始终保

持一致 
广东、江苏和河北，在 2060年
碳排放量分别为 2.57、2.18和
2.10亿吨 

CNS-CO2Intensity 
碳强度趋同 

各省市单位 GDP的碳排放
到 2060年趋于一致 

广东、江苏和山东，在 2060年
碳排放量分别为 3.52、2.75和
2.75亿吨 

CNS-Capacity 
减排能力 

与 60年 GDPPC正比 河南，河北和广西，在 2060年
碳排放量分别为 3.17、2.20和
2.04亿吨 

CNS-Develop 
支付能力 

与 17年 GDPPC正比 河南，河北和四川，在 2060年
碳排放量分别为 2.46、2.11和
1.97亿吨 

CNS-
Grandfathering 
祖父法 

2060年各地区碳配额占比
与历史碳排放占比一致 

山东、山西和河北，在 2060年
碳排放量分别为 2.95、2.89和
1.83亿吨 

（1）碳强度趋同：CNS-CO2Intensity 

单位 GDP产出的 CO2排放，是衡量效率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果一个地区 CO2

排放强度较高，则表明该地区生产中无效率排放可能较大，因此从效率角度而言

该地区应承担较高的减排目标。这里，我们利用 CGE模型中 BaU情景下的各个

省份的 2060 年 GDP 数据，以及 2060 年中国平均碳强度数据，相乘计算得到

2060 年各省碳排放。具体来说，在 2060 年中国总碳排放量为 30 亿吨时，碳强

度为 50 吨/百万美元。2017年约为 746 吨/百万美元。 

 𝐶;,M!S! = 𝐶𝐼TU;<:,M!S! × 𝐺𝐷𝑃;,M!S! （公式 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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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𝐶𝐼TU;<:,M!S!为 2060年全国平均碳排放强度；𝐶;,M!S!为该省在 2060年

分配的碳排放量；𝐺𝐷𝑃;,M!S!为该省在 CGE模型中 2060年 BaU情景下的 GDP。 

（2）人均碳排放趋同法： CNS-CO2PC 

根据到 2060年各省市人均碳排放量相同的原则，对 2060年碳排放情景各个

省份的碳排放量进行分配。人口较多的省份具有更高的碳排放额度，以满足更多

人口带来的发展的碳排放需求。具体来说，当 2060年中国总碳排放量为 30 亿吨

时，人均碳排放量为 2.3 吨。 

𝐶;,M!S! = 𝐶M!S! ×
LVL*,3,4,

∑ LVL*,3,4,5,
*67

         （公式 三-10） 

其中，𝐶;,M!S!为该省在 2060年分配的碳排放量；𝐶M!S!为 2060年中国总碳排

放量；𝑃𝑂𝑃;,M!S!为 2060年预测的该省的人口数。 

（3）同等碳减排速率： CNS-SameRate 

根据中国碳中和排放路线，计算得到逐年碳排放下降率，各省保持相等的碳

排放下降速率。具体来说，在 2060 年中国总碳排放量为 30 亿吨时，碳排放在

2025年之后保持每年下降 1%-7%的速度，并且降速逐渐增加。 

𝑉;,2 = 𝑉Tℎ;<:,2                  （公式 三-11） 

其中，𝑉;,2为该省在 t年的碳排放下降率；𝑉TU;<:,2为中国在 t年的碳排放下降

率。 

（4）支付能力法：CNS-Develop 

该方法以各省份当前的发展水平确定其应当承担的减排量，越发达的省份有

更强的减排能力，也应当承担更多的减排义务。人均 GDP 能够反应一个省份的

经济发展水平，因此选用 2020年的各省人均 GDP作为衡量各省份发展水平的指

标。为发展较为落后的省份分配相对更多的碳排放，而更为发达的省份则要承担

更高的碳减排。为了避免过于极端，引入系数 α，取值在 0-1 之间。α 越小，人

均 GDP 变化引起的碳配额变化越小，带来的碳配额差距也会更小，本研究这里

取 α=0.5。 

𝐶; = 𝐶M!S! ×
LVL*,3,4,×OYZL*,3,3, LVL*,3,3,⁄ Q89

∑ LVL*,3,4,×OYZL*,3,3, LVL*,3,3,⁄ Q895,
*67

   （公式 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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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减排能力法：CNS-Capacity 

仍然选取人均 GDP 作为衡量发展水平的指标，这里使用 CGE 模型中 BaU

情景下的 2060年的 GDP 预测值。即以未来的发展潜力进行分配，高发展潜力的

省市在 2060 年的碳配额就更少。与支付能力法相比，减排能力更关注未来一段

时间里长期的发展。本研究这里取 α=0.5。 

 𝐶; = 𝐶M!S! ×
LVL*,3,4,×OYZL*,3,4, LVL*,3,4,⁄ Q89

∑ LVL*,3,7:×OYZL*,3,4, LVL*,3,4,⁄ Q895,
*67

   （ 公 式 

三-13） 

（6）祖父法：CNS-Grandfathering 

2060 年各个省份的碳排放比例按照 1997 年至 2019 年的累积碳排放量

（Zheng et al., 2019）占总碳排放量的比例进行分配。该分配方法考虑各个省份

的碳排放延续性，累积碳排放量大的省份具有相对更高的碳排放额度，在未来也

可以得到更高的减排量。其中西藏只有 2014年的数据（Shan et al., 2017），其余

年份根据全国碳排放平均增速补齐。 

𝐶; = 𝐶M!S! ×
∑ T*,$3,7;
7;;:

∑ ∑ T*,$3,7;
<='+67;;:

5,
*67

                  （公式 3-14） 

其中，𝐶;,2为 year年该省的碳排放量；𝐶;,M!S!为该省在 2060年分配的碳排放

量；𝐶M!S!为 2060年中国总碳排放量。 

根据上述方法计算所得 2060年各省碳配额数据，再参考 2017年数据，按照

碳排放线性下降的方法计算中间年份各省碳排放总量，其次再对各省碳排放进行

适当修正，获得各省 2017-2060年每年的碳排放作为模型的输入数据。 

图 3-7 展示了 2060 年碳中和目标下各分配方式的地区特征。可见，不同情

景下各地区排放量存在较大差距。以北京市为例，当前北京碳强度已经处于较低

水平，若以碳强度趋同为准则分配碳配额，则北京无需减排太多即可实现同样的

碳减排强度水平，2060 年碳排放量为 2017 年水平的 83.5%，人均碳排放为 4.8

吨，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2.1 倍；而在支付能力情景下，由于当前北京经济发展水

平较高，则需要承担较多的碳减排任务，2060年碳排放量为仅为 2017年水平的

26.0%，人均碳排放仅为 1.1 吨，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0.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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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各情景下各地区碳排放轨迹 

3.2.3 jklmnId 

末端控制包括当前政策参考情景（CLE）和加强现有控制力度的情景

（POLICY）。其中，CLE参考了MEIC数据库（http://www.meicmodel.org/）以及

Cheng et al.（2021）研究中基准情景下大气污染物排放趋势，POLICY则参考了

碳中和情景下大气污染物排放趋势。 

数据包括基准年和未来情景数据两方面。其中基准年数据包括基准年 2017

年 31 省市的投入产出表、能源平衡表以及空气污染物排放清单。由于投入产出

表中能源投入存在一些偏差，包括部分部门化石能源投入过小和电力部门自耗电

比例过高的问题，使得碳排放与其他数据库相比过小，因此本研究利用分部门能

源消费数据占比对投入产出表进行了校准。同时，为了更全面的刻画能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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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根据各省市天然气和原油产量和消费量数据及价格，将投入产出表中石油

和天然气开采产品这一部门拆分为石油和天然气。2017 年空气污染物排放清单

来源于MEIC数据库，并经过部门拆分后匹配 IMED|CGE部门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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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RSTU.VWXYZY[\] 

4.1 F>OP-Q)89R2DESTKUVWXYZ[(

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具有同根同源性，低碳转型的深入推进在减缓气候变

化的同时也将有协同改善空气质量的巨大潜力。分析协同程度和边际效应可以帮

助政策制定者优化政策设计，以提高政策效率和成本效益。本节描述 CO2与大气

污染物的时空变化趋势，分析了碳减排政策对空气污染物的协同程度和减排成本，

识别了关键污染控制部门，探讨不同协同减排路径表象背后分阶段协同的关键因

素和节点。 

4.1.1 o&pqC9:XYP?Urstu

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气候政策和加强末端控制（BaU-CLE），随着能源消费和

社会经济活动水平的变化，2060 年我国 CO2、NOx、SO2、VOCs、NH3 和一次

PM2.5排放将是 2017年水平的 0.85、0.73、0.53、0.90和 0.72 倍，分别达到了 79.5

亿吨、15.5 百万吨、6.0 百万吨、22.3 百万吨、8.1 百万吨和 4.0 百万吨（图 4-1）。

CO2 排放贡献前五的部门分别为电力（34.7%）、金属冶炼（16.5%）、能源供应

（8.7%）、交通（7.8%）和居民（6.8%）。NOx 排放贡献最大的部门依次为交通

（27.9%）、金属冶炼（22.0%）和电力部门（21.0%）。SO2排放贡献最大的部门

依次为金属冶炼（30.1%）、建筑（20.1%）和化工部门（19.4%）。一次 PM2.5排

放贡献最大的部门依次为金属冶炼（43.3%）、非金属（22.8%）和建筑（15.8%）。

VOCs 则绝大部分来源于化工部门（75.9%），其次为能源供应（5.2%）和建筑

（4.8%）。与其他污染物排放不同的是，95%的 NH3来源于农业部门。 

气候政策对于 NOx、SO2和一次 PM2.5减排有显著的协同作用。在加强末端

去除后（即在 BaU-POLICY情景下），2060年我国 NOx排放将下降到 13.8 百万

吨，为 2017 年水平的 0.65 倍，而在碳中和情景下，即使延续现有的控制政策，

即在 CLE假设下，NOx排放就可下降至 7.8-8.5 百万吨，约为 2017年水平的 0.37-

0.40 倍，在进一步加强末端控制后（POLICY），NOx排放可进一步下降至 6.9-7.6

百万吨，约为 2017年水平的 0.32-0.36 倍（图 4-1）。 



 

34 

 

类似地，对于 SO2和一次 PM2.5，在加强末端去除后（即在 BaU-POLICY 情

景下），2060年我国 SO2和一次 PM2.5排放将分别从 6.0和 5.5 百万吨下降到 3.3

和 2.2 百万吨，而在碳中和情景下，即使延续现有的控制政策，即在 CLE 假设

下，SO2和一次 PM2.5排放就可分别下降至 3.3-3.6 和 2.5-2.8 百万吨，在进一步

加强末端控制后（POLICY），SO2和一次 PM2.5排放就分别进一步下降至 1.6-1.9

和 1.3-1.5 百万吨。 

而对于 VOCs和 NH3，只有在加强末端控制后，排放量才会显著下降，与气

候政策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具体来讲，在当前控制力度下（即在 CLE 假设下），

实施气候政策可以将 VOCs 排放从 2060 年的 22.3 百万吨下降到 18.8-19.2 百万

吨，NH3 排放则几乎没有明显下降甚至有小幅增加，而加强控制力度（BaU-

POLICY）则可以下降到 2.8 百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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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我国 CO2与大气污染物排放总体趋势（a）与分部门排放量（b） 

在区域贡献方面，在无碳限额的当前末端控制水平 BaU-CLE情景下，对于

CO2，北部（占全国总排放的 20%）、长三角（16%）和东部（14%）产生的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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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国总排放的 50%。类似地，北部（占全国总排放的 20%）、长三角（16%）

和东部（13%）产生的 NOx排放占全国总排放的 50%。而对于 SO2，北部（占全

国总排放的 21%）、西南（17%）和中部（13%）占全国总排放的 50%。对于 VOCs，

长三角（21%）、东部（16%）和北部（11.2%）占全国总排放的 48%。对于 NH3，

中部（19%）、西南（18%）和西北（12%）占全国总排放的 42%。对于一次 PM2.5

主要为北部（占全国总排放的 21%）、中部（14%）和西北（13%）占全国总排放

的 48%。 

而在碳中和情景下，各地区贡献发生变化。对于图 4-2，在人均碳排放趋同

情景 CNS-CO2PC-CLE，中部（17%）、长三角（15%）和西南地区（15%）为 CO2

排放最多的地区，而在当前减排能力 CNS-Develop-CLE 情景下，中部（17%）、

西南（16%）和南部（13%）碳排放量最高。对于 NOx，在人均碳排放趋同 CNS-

CO2PC-CLE、碳强度趋同 CNS-CO2Intensity-CLE、未来减排能力 CNS-Capacity-

CLE和当前减排能力 CNS-Develop-CLE情景下，中部碳排放配额增加，将取代

北部地区成为贡献前三的地区。对于 VOCs，基于 CLE的碳中和情景下，南部地

区将取代北部地区成为贡献前三的地区。对于 SO2，在同等减排速率 CNS-

SameRate-CLE和祖父法CNS-Grandfathering情景下，东部地区将取代中部地区，

而在其余基于CLE假设的碳中和情景下，东部地区取代北部地区。对于一次PM2.5，

同等减排速率 CNS-SameRate-CLE情景下西北地区将取代西南地区，在碳强度趋

同 CNS-CO2-Intensity情景下，东部地区将取代北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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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不同地区不同情景下二氧化碳与大气污染物排放趋势 

4.1.2 qTUMv9:XYP?TULwC[\xyz{78u

在 CGE 模型中，碳限额对于大气污染物协同减排的价格信号的传导效应如

下所述。在碳限额下产生 CO2影子价格，造成化石能源价格上升，供给侧化石能

源消费和产业产出下降、温室气体排放下降；同时在需求侧，提高了高碳排放产

品的成本，推动生产和消费者转向低碳排放的产品，也就是通过改变生产原料或

消费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来引导经济主体的生产和消费行为向更加低碳的模式转

化，达到 CO2减排的目标。而常规大气污染物与 CO2同根同源，在降低化石能

源消费和工业产出的同时，也降低了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因此，降碳协同减污本

质上是通过能源替代和工业产量降低伴随生产过程排放降低实现的。 



 

38 

 

在本研究中，减排成本的计算是以降碳情景相对于基准情景的经济损失

（GDP 损失、产出）来衡量，是一种为实现碳减排目标，通过情景间对比计算所

要放弃的经济效益的机会成本，不同于治理的直接成本。治理的直接成本通常是

指实施具体减排措施所需的经济投入，如购买减排设备或实施能源节约措施等。

而该成本则是一种更为综合的成本概念，考虑了在实现碳减排目标的过程中可能

放弃的经济效益，因此更能反映出降碳情景对经济的影响。 

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源不同决定了碳减排对于其减排的协同程度大小。图 4-3

表明，NOx排放贡献最大的部门依次为交通、金属冶炼和电力部门，在 2060 年

BaU-CLE基准情景下 83.3%来源于能源直接燃烧排放，碳中和情景下 2060年相

较于 BaU-CLE碳减排幅度为 62.3%时，NOx协同减排幅度为 45.5%-49.6%，其中

同等碳减排速率 CNS-SameRate-CLE最低，而减排能力 CNS-Capacity-CLE最高，

北部、长三角和东部地区减排量最大。SO2排放贡献最大的部门依次为金属冶炼、

建筑和化工部门，在 2060年 BaU-CLE基准情景下 53.4%来源于能源直接燃烧排

放，2060年协同减排幅度为 40.2%-45.3%，其中减排能力 CNS-Capacity-CLE最

低，而碳排放强度趋同 CNS-CO2Intensity-CLE最高，北部、西南和西北地区减排

量最大。一次 PM2.5排放贡献最大的部门依次为金属冶炼、非金属和建筑，2060

年 BaU-CLE基准情景下 33.2%来源于能源直接燃烧排放，2060年协同减排幅度

为 30.4%-37.0%，其中减排能力祖父法 CNS-Grandfathering-CLE最低，而碳排放

强度趋同 CNS-CO2Intensity-CLE 最高，北部、西北和东北地区减排量最大。在

2060年 BaU-CLE基准情景下，95%以上的 NH3来源于农业源，与能源使用无直

接关系，因此协同程度较低，在祖父法 CNS-Grandfathering-CLE下的排放相较于

BaU-CLE甚至增加。VOCs则主要来源于化工部门，2060年 BaU-CLE基准情景

下 91.5%来源于工业生产过程中排放，2060年协同减排幅度为 13.8%-16.9%，其

中同等碳减排速率 CNS-SameRate-CLE 最低，而碳排放强度趋同 CNS-

CO2Intensity-CLE最高，中部、西北和西南地区减排量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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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我国二氧化碳减排幅度与大气污染物减排幅度的相对关系 

为识别重点控制部门，本研究进一步计算了各部门排放占比、与碳减排的协

同程度和减排成本。这里我们筛掉了排放占比少于 1%的部门。协同程度是部门

空气污染物减排量与 CO2减排量的比，比值越大，则表明该部门协同程度更高。

减排成本则是单位减排量的部门产出损失。 

在 CLE假设下，气候政策对于 NOx减排的协同程度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加，

对于 SO2则是随着时间推移而降低，对于 VOCs、NH3和一次 PM2.5则没有明显

的时间变化趋势。如图 4-4 所示，2035 年减排一千吨的 CO2可以减排 1.13-1.15

吨的 NOx，0.50-0.57 吨的 SO2，0.52-0.55 吨的 VOCs，0-0.01 吨的 NH3，0.27-0.30

吨的一次 PM2.5。2060年减排一千吨的 CO2可以减排 1.43-1.56 吨的 NOx，0.49-

0.55 吨的 SO2，0.63-0.76 吨的 VOCs，0.002-0.02 吨的 NH3，0.24-0.30 吨的一次

PM2.5。90%以上的 NH3都来源于农业部门，与气候政策的协同程度不高，甚至

存在权衡，即碳排放降低时 NH3排放增加，需要加强末端控制。一次 PM2.5主要

来源于金属冶炼、非金属、电力和化工等部门，在工业生产过程产生，南部地区

金属冶炼部门存在权衡效应。SO2主要来源于化工、金属冶炼、电力、建筑等部

门，但在不同地区略有不同，东部、中部和南部等地区以化工和金属冶炼为主，

其他地区则以金属冶炼为主。NOx 主要来源于金属冶炼、电力和交通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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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s主要来源于化工部门，北部地区纺织业、长三角化工业存在权衡效应。 

 

图 4-4 碳中和情景下不同大气污染物减排地区与部门贡献 

在 CLE假设下，除了 NH3外、各污染物的减排成本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加。

在 2035 年减排一吨 NOx、SO2、VOCs、NH3和一次 PM2.5所对应的部门产出损

失平均为 394-449、799-1009、860-930、10.1 万-4.7 万、1493-1891美元，在 2060

年减排一吨 NOx、SO2、VOCs、NH3和一次 PM2.5所对应的部门产出损失平均为

964-1234、2690-3955、1937-2622、52.8 万-370.1 万、4966-7679美元，其中 NH3

在祖父法 CNS-Grandfathering-CLE 情景下排放量增加，减排成本表现为负（图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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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2060年各地区 NOx和 VOCs排放分部门占比、协同程度与减排成本 

各地区大气物污染物减排成本不尽相同（图 4-5）。在区域层面，对于 NOx，

南部地区减排成本最高，在 2060年约为 1975-2699美元/吨，其次为东部和京津

地区，分别为 1607-2581和 1106-2032美元/吨，而中部、东北、西南等地区减排

成本较低。对于 SO2，南部、京津和东部地区减排成本较高，其中在人均碳排放

趋同 CNS-CO2PC-CLE、碳排放强度趋同 CNS-CO2Intensity-CLE、未来减排能力

CNS-Capacity-CLE 情景下，南部地区减排成本最高，达到了 13873-19556 美元/

吨。在同等减排速率 CNS-SameRate-CLE、当前减排能力 CNS-Develop-CLE、祖

父法 CNS-Grandfathering-CLE情景下，京津地区碳配额较少，SO2的减排成本最

高，达到了 12880-17436美元/吨。对于 VOCs，在同等减排速率 CNS-SameRate-

CLE情景，东部减排成本最高，达到了 4890美元/吨，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2.1 倍，

在其余碳中和情景下，南部地区减排成本最高，为 4657-8781美元/吨。对于一次

PM2.5，南部地区减排成本最高，达 27783-169622美元/吨，其次为东部地区，为

16722-21297美元/吨。对于 NH3，在碳排放强度趋同 CNS-CO2Intensity-CLE情景

下，西北地区减排成本最高（89084 美元/吨），在其余碳中和情景下，长三角地

区减排成本最高，达到了 77984-86857美元/吨，部分地区减排成本为负、即农业

部门产出增加。总的来说，各地区减排成本差异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同污染

物的特性和治理难度不同，因此对应的减排成本也有所不同。对于 NOx和 VOCs，

南部地区的排放较为严重，需要采取更加复杂和昂贵的减排措施，因此减排成本

相对较高；能源结构的清洁程度和技术条件的先进程度对减排成本的影响也较大。

例如，东部地区的技术条件较为先进，政策支持力度也较大，因此减排成本相对

较低。此外，产业结构、不同地区的环境容量和敏感程度对减排成本也具有一定

的影响，需要综合的判断和具体的分析。 

通常协同程度高的部门减排成本较低，意味着如果优先控制这些部门，将有

助于降低控制成本。基于以上对于排放占比、协同程度与减排成本的分析，本研

究进一步识别出了重点控制关键部门，如图 4-5所示。对于 SO2，为化工、金属

冶炼、建筑业和电力部门；对于 VOCs，为化工部门；对于 NOx，为金属冶炼、

电力部门、交通和非金属等部门；对于一次 PM2.5，为金属冶炼、非金属和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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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对于 NH3，应加强农业部门的末端控制。其中，金属冶炼为一次 PM2.5、NOx

和 SO2的重要部门。 

4.2 ./!\]B;-^F>2DEST(

4.2.1 %&.|}~��o&pq�%&NOPUr��u

我们补充设置了三种 O3中长期减排目标的实现路径，分别为 NOx与 VOCs

（及 CO）共同控制（NOx与 VOCs减排比例尽量接近，报告中为 Joint_POLICY

情景）、控制 NOx为主（尽量控制在 NOx减排比例大于 VOCs减排比例的两倍以

上，NOX_POLICY情景）和控制 VOCs为主（尽量控制在减排 VOCs比例大于

NOx减排比例的两倍以上，VOC_POLICY 情景）三种情况，同时我们在三种情

景设置时均加强了污染物末端控制，并与基准情景（BaU_CLE）情景进行对比。 

如图 4-6所示，在没有进一步的污染物减排政策，但加强末端控制的情景下

（BaU-POLICY），NOx的排放量会呈现较快的增长趋势，同时 CO2排放也会保

持较快的增长，直到 2050年左右才会开始下降，VOCs虽然有微弱的下降趋势，

但 2060 年排放量依然较高。而在三种臭氧中长期减排路径下，两种臭氧前体物

未来均有明显的下降，三种路径也将帮助中国在 2030 年前到达碳排放峰值，在

2060年，相较于 BaU情景分别带来 30%（NOx_POLICY）、42%（VOC_POLICY）、

38%（Joint_POLICY）的碳减排，其碳减排协同效应非常可观。 

 

图 4-6 基准年-2060年四种情景下 CO2, NOx和 VOCs排放量变化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三种O3前体物减排路径所带来的效果差异也是非常显著的，

以 VOCs 减排为主的路径也需要 NOx的大幅减排，同时具备最佳的二氧化碳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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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减排效应；但以 NOx为主的减排路径并不需要大量减排 VOCs，即可实现 O3

中长期排放目标，但其 CO2减排协同效应较低。 

4.2.2 %&.|}~�?qTU��S��TU��u

我们对于全国层面三种污染物减排路径下，碳减排总量和部门分布进行了分

析，在 VOCs减排为主的情景下，许多部门都贡献了较高的碳减排量，其中石油

部门（PET），电力部门（ELE）和交通部门（TSP）碳减排量最高，相较于

BaU_POLICY 情景分别减排 1277，800,543 百万吨；在以 NOx减排为主的情景

下，石油加工（PET）、电力（ELE）和金属冶炼（MET），总计为 NOx_POLICY

情景下的碳减排做出了 84%的贡献，与 VOC_POLICY情景不同的是，金属冶炼

部门贡献了较高的碳减排（530 百万吨），在 Joint_POLICY情景下，上述部门均

贡献了较高的碳减排（图 4-7）。 

 

图 4-7 2060年三种污染物减排情景下 CO2减排关键协同部门 

4.3 _`abL$cd"ef89R>?g PM2.5 h O3 01&'G

H(

在对不同政策情景下粤港澳地区 PM2.5及 O3污染对一次污染物排放变化响

应的研究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将气候政策与加强的末端治理政策的实施范围扩

展至全国，探究我国总的一次污染物排放在未来不同情景中的变化，及其所带来

的空气质量的改善效益。 

与对 GBA地区的研究类似，该部分研究首先对 IMED|CGE的全省份模型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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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的各个预设情景下未来一次污染物的人为排放总量进行部门归类和分析，之后

对其降尺度生成格点化排放数据，驱动大气化学传输模型 WRF-Chem 计算我国

近地面PM2.5和O3污染未来的变化路径。模拟的气象场固定在基准年份2015年，

模拟区域内中国之外的人为排放保持使用MIX 2010亚洲排放不变。模拟采用水

平分辨率为 27km 的单层网格，覆盖整个中国地区，模式设置同 GBA 地区模拟

研究一致，并在此基础上更新了颗粒物干湿沉降的参数化方案。如表 4-1 所示，

本研究考虑了维持当前温室气体排放与末端控制水平（命名为 BaU-CLE）、单独

采取气候政策（依据碳中和目标设置碳限额，命名为 CN-CLECNS-CO2PCCLE）、

单独加强末端污染控制力度（命名为 BaU-POLICY）和实施气候政策同时加强末

端治理（命名为 CN-POLICYCNS-CO2PCPOLICY）四种情景，选取 2035和 2060

年分别作为短期和长期防控策略的时间节点。对中国大部分污染地区而言，1月

和 7月分别对应 PM2.5和 O3的污染季，因此对基准年份及两个未来年份 1月和

7 月分别进行了模拟，共运行了 18 组模拟试验，以对比探究全国范围内的气候

政策和加强的末端控制政策对未来空气质量的影响。 

表 4-1 WRF-Chem模拟试验设计 

试验名称 年份（月份） 中国地区排放对应政策方案 

Base 
2015 （Jan.; 

Jul.） 
MEIC2015 

BaU-CLE-2035 
2035 （Jan.; 

Jul.） 无碳限额，同时末端去除

率维持在当前水平 
BaU-CLE-2060 

2060 （Jan.; 

Jul.） 

BaU-POLICY-2035 
2035 （Jan.; 

Jul.） 无碳限额，加强末端污染

排放控制力度 
BaU-POLICY-2060 

2060 （Jan.; 

Jul.） 

CNS-CO2PC-CLE-2035 
2035 （Jan.; 

Jul.） 

依据碳中和目标和人均排

放趋同原则设置碳限额，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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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CO2PC-CLE-2060 
2060 （Jan.; 

Jul.） 

当前末端去除率水平 

CNS-CO2PC-POLICY-

2035 

2035 （Jan.; 

Jul.） 
依据碳中和目标和人均排

放趋同原则设置碳限额，加强

末端污染排放控制力度 
CNS-CO2PC-POLICY-

2060 

2060 （Jan.; 

Jul.） 

4.3.1 b\i(��/��XYPUr�p 

图 4-8展示了四组情景下几种主要一次污染物（NOx，SO2，PM2.5，VOCs和

NH3）未来中国地区的排放总量变化，橙色、绿色、天蓝和深蓝色分别代表能源、

工业及居民、交通和农业部门的排放。总体而言，四组情景中能源部门的一次污

染物排放都有所降低，气候政策情景下降的速度更快。除氨气排放主要来自于农

业部门外，其余的一次污染物的未来排放主要来自工业和居民部门。未设置碳限

额的政策情景中（BaU-CLE 和 BaU-POLICY），工业及居民部门的 NOx排放在

2015-2025 年间下降了约 30-40%，而从 2025 到 2060 年，工业部门 NOx排放量

有所回弹。气候政策实施初期，对 NOx排放的协同减排效果较为有限，到 2025

年，仅考虑碳限额的情景（CNS-CO2PC-CLE）相比 BaU-CLE情景，NOx总排放

量降低了仅 1.4 百万吨，CNS-CO2PC-POLICY情景相比于 BaU-POLICY情景，

NOx总排放仅额外减少了约 1.2 百万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气候政策在深入减

排 NOx中的优势逐步显现：从 2035年开始，气候政策带来的 NOx减排量高于加

强的末端控制政策。至 2060年，CNS-CO2PC-POLICY情景下我国一次 NOx的总

排放量降低至 7.1 百万吨，为基准年份排放量（23 百万吨）的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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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四组情景下基准及未来年份（2025、2035、2050和 2060年）全国一次污染物

年排放总量变化路径。图中标注了所有部门排放总量的数值，单位为 106 吨。图中，橙

色、绿色、天蓝色和深蓝色分辨表示能源、工业及居民、交通、农业部门的贡献。 

一次 SO2和 PM2.5排放在 2015 年至 2025 年间急速下降，减排比例分别为

55.8-67.9%和 60.5-66.7%，且 BaU-POLICY与 CNS-CO2PC-CLE情景描述的减排

程度几乎相当，前者略大于后者。从长远来看，同时采用气候政策和加强末端治

理政策有助于在 2035-2060年得到更低的一次 SO2和 PM2.5排放，在 CNS-CO2PC-

POLICY政策中，这两种污染物在 2060年的排放量分别为 1.7和 1.4 百万吨，相

比基准年的 16.5和 12.9 百万吨分别减排了 89.7%和 89.2%，相比 BaU-CLE情景

中的 6.0和 4.0 百万吨进一步减排了 71.7%和 65.0%。以一次 PM2.5排放为例，对

比 BaU-POLICY 与 CNS-CO2PC-POLICY 情景的排放量，可以计算气候政策在

2035、2050和 2060年带来的额外的减排比例分别为 18.9%、32.1%和 48.5%，体

现了气候政策带来的一次污染物减排协同效益随碳减排幅度增大而加强的特征。 

在四组情景下， VOCs几乎都是未来排放量最大的一次污染物，在 BaU-CLE

情景中，VOCs 的排放总量在 2035 年前缓慢上升，主要由工业和居民部门排放

量增加引起，后随着交通部门排放的降低，到 2060年我国 VOCs总排放降至与

2015年相当的水平。CNS-CO2PC-CLE情景中，VOCs排放前期的增长得到了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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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后期略有减排，到 2060 年，基于碳中和目标的气候政策带来了 3.5 百万吨

VOCs的协同减排。加强的末端控制政策能有效减少各部门的 VOCs排放，BaU-

POLICY情景中，2060年全国 VOCs排放总量为 9.8 百万吨，相比 2015年排放

量 22.8 百万吨减少了 57%，而 CNS-CO2PC-POLICY情景则可以额外带来 7.9%

的 VOCs协同减排。此外，对比 BaU-CLE与 CNS-CO2PC-CLE情景可以发现，

气候政策对 NH3减排几乎没有协同作用，自 2025 到 2060 年，NH3总排放量仅

降低了 0.9 百万吨，而采取加强的末端控制政策可以使得工业和居民部门的氨排

放进一步降低，总氨排放在 2060年从 CLE情景下的 8.1 百万吨降低至 POLICY

情景下的 2.8 百万吨，额外（相对于 2015年氨排放）减排了 43.1%。 

综上所述，气候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污染减排协同效益主要体现在对一次

NOx、SO2和 PM2.5的协同减排上，这一协同效益带来的额外减排幅度随时间增

大。基于碳中和目标设置的碳限额所驱动的气候政策对 VOCs 和 NH3减排的协

同作用相对有限，考虑到 VOCs减排对城市地区近地面 O3污染改善和 NH3减排

带来的 PM2.5污染改善及其健康效益（Gu et al., 2021; Liu et al., 2022），现阶段有

必要采取更强的末端控制政策来减少这两种污染物的一次排放。与 GBA地区相

比，全国范围内气候政策和强化末端控制政策对 NOx和 VOCs的减排幅度更小，

因而带来的 O3污染改善的协同效益可能相对较弱。 

4.3.2 b\i(��/ PM2.5� O356�pVW 

进一步考察不同政策情景下近地面 1月 PM2.5浓度和 7月 MDA8 O3浓度对

减排的响应。图 4-9展示了 PM2.5的模拟结果。可以看到，在 2015年的气象和排

放情况下，除新疆和内蒙部分地区受沙尘影响外，1 月 PM2.5重污染区域主要集

中在华北、华中、浙江以北的华东地区和川渝地区，这一区域同样也是各情景下

未来 PM2.5污染改善幅度最大的区域。其中，四川东南和重庆西部地区 1月平均

近地面 PM2.5浓度将会降低超过 100 μg/m3（表 4-2）。2015年 1月的模拟结果显

示，全国站点平均 PM2.5月均浓度为 99.5 μg/m3，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

渝四个重点城市群地区的站点平均月均浓度分别为 131.1 μg/m3、110.2 μg/m3、

61.9 μg/m3和 146.6 μg/m3。BaU-CLE情景中，在现有强度的末端控制措施的干预

下，1月近地面 PM2.5污染将得到大幅改善，到 2035年，全国站点平均 1月 PM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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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降低至 58.1 μg/m3，减少了 41.6%，主要城市群地区的 PM2.5污染也将得到

大幅改善。然而从 2035到 2060年，BaU-CLE情景的排放变化仅能带来平均 2.9 

μg/m3的近地面 PM2.5污染改善，四大城市群地区的 PM2.5浓度仍远超 35 μg/m3的

国家标准。 

 
图 4-9 基准情景下近地面平均 2015年 1月 PM2.5模拟浓度（左）及其它情景下的未来

浓度差值（右，单位：μg/m3）。左图中空心圆圈标注了全国各个城市观测站点的平均位

置，选取这些位置对应的格点浓度作为观测站点对应的模拟浓度，其平均值（或与 Base的

差值）标注在每张子图右下角。右图中不同颜色加粗的轮廓分别表示京津冀（BTH）、长三

角（YRD）、珠三角（PRD）和成渝（SC）主要城市群地区，这些区域的站点平均近地面

PM2.5浓度值标注在每张子图的左下角。图中 CN为 CNS-CO2PC情景的简写。 

到2035年，CNS-CO2PC-POLICY情景的冬季PM2.5污染改善协同效益最大，

为-48.1 μg/m3，其次是仅采用强化末端控制政策的 BaU-POLICY 情景，为-46.3 

μg/m3，表明短期内强化末端控制政策带来的 VOCs与 NH3的较大幅度的减排对

PM2.5污染改善的贡献较大。在 POLICY代表的末端控制水平基础上，碳中和目

标将会在短期内带来额外的 1.8 μg/m3的近地面 PM2.5浓度改善，这一协同效益

到 2060 年则变为 3.6 μg/m3。而在当前的控制力度下，进一步采取气候政策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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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0年会额外带来 4.9%的 PM2.5污染改善（对比 BaU-CLE-2060和 CNS-CO2PC-

CLE-2060），即气候政策扩大了将来我国 PM2.5污染改善潜力，这可能与气候政

策主导的能源及产业结构变化带来了可观的 NOx、SO2与一次 PM2.5协同减排有

关。在 CNS-CO2PC-POLICY情景中，到 2060年，四大城市群地区站点平均 1月

近地面 PM2.5浓度分别降低到 49.6 μg/m3（BTH）、45.0 μg/m3（YRD）、31.5 μg/m3

（PRD）和 41.4 μg/m3（SC），其中 PRD 地区冬季近地面 PM2.5浓度已达到 35 

μg/m3的评价标准，但仍远高于 15 μg/m3的指标。从污染变化的分布图来看，这

些城市群地区的近地面 PM2.5浓度都有了很大幅度的下降，考虑区域内及周边地

区一次污染物的更深度减排可能会有助于 PM2.5浓度进一步降低，以达到国家标

准。 

表 4-2 基准与未来情景下中国及各重点城市群站点平均 1月 PM2.5浓度模拟结果 

浓度：μg/m3 
Base 

（2015） BaU-CLE 
BaU-

POLICY 
CNS-CO2PC-

CLE 
CNS-CO2PC-

POLICY 

中国站

点平均 

2035 
99.5 

58.1 53.2 56.0 51.4 

2060 55.2 45.5 50.3 41.9 

京津冀 
2035 

131.1 
69.8 63.9 66.3 60.7 

2060 66.9 55.6 59.1 49.6 

长三角 
2035 

110.2 
65.6 58.6 63.5 56.7 

2060 62.2 48.2 57.3 45.0 

珠三角 
2035 

61.9 
43.9 40.0 42.4 38.6 

2060 41.5 33.7 38.6 31.5 

川渝 
2035 

146.6 
65.1 58.4 60.8 54.7 

2060 59.6 47.6 50.9 41.4 

夏季（7月）全国MDA8 O3 90 百分位数（MDA8 O3-90th）在基准年份的空

间分布及各情景下未来年份的变化如图 4-10所示。2015年，全国站点平均近地

面MDA8 O3-90th为 168.2 μg/m3 （表 4-3），略高于我国二级标准规定的 160 μg/m3。

从空间分布可以看出四大城市群地区为这一季节 O3的主要污染区，其站点平均

MDA8 O3-90th均严重超标，分别为 241.2 μg/m3，211.0 μg/m3，170.0 μg/m3和 184.5 

μg/m3。在 BaU-CLE情景下全国及四大城市群地区的 O3污染改善幅度较小，在

2035年 O3评价值分别下降了 9.4 μg/m3（全国）、14.7 μg/m3（BTH）、8.1 μ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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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RD）、10.1 μg/m3（PRD）和 16.6 μg/m3（SC）。从 2035年到 2060年，虽然

总的 NOx和 VOCs排放在这一情景下持续降低，但全国站点平均MDA8 O3-90th

下降幅度与 2035年相当，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的 O3污染反而略有加重，凸显了

O3化学生成的非线性特征，以及加强VOCs排放控制和NOx深度减排的必要性。 

 
图 4-10 基准情景下近地面平均 2015年 7月MDA8 O3-90th模拟结果（左）及其它情

景下的未来浓度差值（右，单位：μg/m3）。其余信息同图 4-9标注。 

表 4-3 基准与未来情景下中国及各重点城市群站点平均 7月MDA8 O3 90百分位数模拟结
果 

浓度：μg/m3 
Base 

（2015） 
BaU-
CLE 

BaU-
POLICY 

CNS-CO2PC-
CLE 

CNS-CO2PC-
POLICY 

中国站

点平均 
2035 

168.2 
158.8 153.2 155.4 149.2 

2060 158.2 148.1 149.6 141.2 

京津冀 
2035 

241.2 
226.5 216.9 221.7 211.5 

2060 227.8 211.2 214.1 198.5 

长三角 
2035 

211.0 
202.9 194.0 199.1 185.7 

2060 203.2 187.9 192.7 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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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 
2035 

170.0 
159.9 155.1 158.1 153.2 

2060 157.6 147.3 152.8 143.4 

川渝 
2035 

184.5 
167.9 161.3 160.5 154.4 

2060 167.0 155.7 152.1 142.5 

BaU-POLICY情景相比 CNS-CO2PC-CLE情景在未来有更大的 O3污染改善

收益，尤其在 BTH和 YRD地区更为显著。在 2035和 2060年，单独采取强化末

端控制政策比单独采取气候政策，全国站点平均MDA8 O3-90th进一步降低了 2.2 

μg/m3和 1.5 μg/m3。相比于 BaU-CLE 情景，BaU-POLICY 和 CNS-CO2PC-CLE

情景主要大幅减排的 O3前体物分别为 VOCs（减排 57.0%）和 NOx（减排 65.2%）

（图 4-8），由此证明在减排前期（2035年之前），着重减排 VOCs，尤其在城市

地区，能够取得更大的近地面夏季 O3污染改善效益。CNS-CO2PC-POLICY情景

与 BaU-POLICY情景描述的 2035和 2060年 VOCs的排放量相当，但前者的 NOx

排放相比后者减少了 19.1-48.6%，从而分别在 2035 和 2060 年额外降低了约 4 

μg/m3和 7 μg/m3的全国站点平均MDA8 O3-90th浓度，在京津冀和成渝地区更是

使这一指标进一步降低了 12.7 μg/m3和 13.2 μg/m3。因此，长期看来，坚持实施

气候政策，推进 NOx深度减排能够扩大未来城市地区 O3减排潜力，从而更大力

度地协同改善城市群地区夏季的 O3 污染。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最为清洁的

CNS-CO2PC-POLICY情景中，2060年全国范围内 69.1%的 NOx减排和 64.9%的

VOCs 减排仍不足以使主要城市群地区的夏季 O3 浓度达到国家一级标准（100 

μg/m3），需要更大幅度的一次前体物减排，才能更多地避免严重 O3污染造成的

经济和健康损失。 

图 4-11直观地展示了不同政策情景下我国 1月 PM2.5和 7月 O3污染的协同

改善。总体而言，所有情景减排中前期（2035年之前）污染物浓度降幅相比 2035

至 2060年间的降幅更大。不同政策情景下的 PM2.5和 O3污染均呈现协同改善的

特征，改善效益大小依次为：CNS-CO2PC-POLICY > BaU-POLICY > CNS-CO2PC-

CLE > BaU-CLE情景。POLICY政策相比 CLE政策额外的 VOCs和 NH3减排对

控制和减缓冬季 PM2.5污染至关重要，在此基础上，碳中和目标驱动的气候政策

带来的深度 NOx、SO2和一次 PM2.5减排从长久来看能进一步增加 3-4 μg/m3的减

排潜力。对夏季 O3污染，GBA地区试验中总结的“短期优先减排 VOCs，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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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深度减排 NOx”的结论在全国范围内依然适用。如图 4-11 右图所示，浅黄

色曲线（BaU-POLICY情景）指示的 MDA8 O3-90th浓度路径在 2035年低于深

蓝色曲线（CNS-CO2PC-CLE情景），表明 2035年前大幅减排 VOCs相比 NOx能

取得更大的 O3污染改善协同效益，但 2035到 2060年，两条曲线间距逐渐缩短，

而浅黄色曲线与浅蓝色曲线（CNS-CO2PC-POLICY 情景）间距逐渐增大，说明

减排 NOx的 O3污染改善效益随着 NOx减排幅度的增长而增大。值得注意的是，

即使在相对最清洁的 CNS-CO2PC-POLICY情景中，我国站点平均的冬季近地面

PM2.5和夏季 O3评价值仍无法达标，各个城市群地区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超标，意

味着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城市地区）在未来仍需要更为严格的一次污染排放控制

措施，以进一步提高气候政策和末端治理政策实施的环境与健康协同效益。 

 
图 4-11 不同政策情景下全国站点平均 1月 PM2.5月均浓度和 7月MDA8 O3-90th（月

第四高值）的变化路径。橙色、黄色、深蓝和浅蓝色分别表示 BaU-CLE、BaU-POLICY、

CNS-CO2PC-CLE和 CNS-CO2PC-POLICY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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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G5,*<=N5678RS_` 

作为最重要的人为温室气体之一，甲烷（CH4）浓度的变化对流层大气氧化

性、空气污染存在着复杂的显著影响。自前工业时代以来， CH4 排放贡献了由

人为造成的全球暖化效应的 1/4以上。作为对流层 O3的重要前体物之一，CH4除

了对空气质量带来影响，还可以影响对流层的背景 O3浓度和羟基（OH）自由基

的浓度。鉴于 CH4的生命时间长达 9.14（±10%）年（IPCC., 2021），能在减缓

温室效应时可取得较快成效（Shindell et al., 2012）。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

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在 2018 年 10 月发布的

《IPCC 全球升温 1.5℃特别报告》中指出，非 CO2 温室气体尤其是 CH4的深度

减排将是全球升温控制在 1.5℃以下的必要条件。为应对气候危机，中国承诺力

争在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同时，与大气污染同根同源

的人为源 CH4排放，主要来自石化燃料的燃烧利用等过程。CH4在高 NOx浓度

情形下与 OH 反应的氧化产物进一步与 NOx 发生光化学反应最终生成 HOx 和

O3 的过程，因此 CH4被称为 O3的重要前体物。因此，致力于减少大气污染的措

施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从而带来空气质量改善的气候协同效

应。基于文献调研和数据分析，本章量化了近年来全球和中国不同尺度上 CH4变

化对 O3污染的贡献，并评估了未来不同减排路径下 CH4减排对 O3背景值浓度

变化的影响。 

5.1 ijk]lm01&'(

5.1.1 ����56�pu

自 1984 年以来，受农业活动和化石燃料使用等人类活动和湿地等天然源排

放变化的影响，全球近地面 CH4观测平均浓度从 1645 ppb增加至 1857 ppb（+212 

ppb），同时全球人为源 CH4排放量从 6811 Ton/年增加到 9383 Ton/年（+2572 Ton/

年）（图 5-1）。从全球平均近地面 CH4浓度变化趋势来看，其纪八十年代中期的

1650 ppb增长到九十年代末的 1770 ppb，并在本世纪初达到稳定，但在 2007 年

后 CH4浓度再次升高（Nisbet et al., 2019）。此外,根据美国大气海洋局 NOAA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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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监测司 GMD 的观测结果，从 2014 年至今，大气近地面 CH4的平均增长速率

甚至达到了 9.0 ppb/年，超过 2007–2013 年平均每年 5.7 ppb的增速。2000年后，

各个国家的农业活动和化石燃料产生全球人为 CH4排放变化能解释 50%-60%的

通过大气反演（自上而下的方法）的 CH4排放量变化（Jackson et al., 2020），说

明人为源（农业和化石燃料为主）排放是促使全球 CH4平均浓度持续升高的主导

因素（Jackson et al., 2020; Saunois et al., 2020）。 

 

图 5-1 1984-2018年全球平均 CH4浓度和人为源 CH4排放年际变化分布。全球平均

CH4浓度观测的时间序列数据来自于 NOAA 全球监测实验室（Lan et al., 2022）。全球人为

源 CH4排放（ACH4）时间序列数据来自于 EDGARv7.0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数据集

（https://edgar.jrc.ec.europa.eu/dataset_ghg70）。 

全球农业和化石燃料部门的使用导致的 CH4排放是全球 CH4排放增加的主

导因素（Kirschke et al., 2013）。对于最重要的全球 CH4排放源而言，由于农业活

动的快速发展，南亚/大洋洲（9-10 Tg/年），非洲（7-9 Tg/年）和南美洲的 CH4的

农业排放主导了全球农业排放的增加（Jackson et al., 2020）。与此同时，由于社

会经济的转变和强有力的空气质量控制措施的实施，欧洲地区的农业 CH4 排放

则有明显降低（1.4 -2.8 Tg/年）。化石燃料行业的排放增加量在中国最大以及北美

洲、非洲、南亚和大洋洲。根据估计，美国与化石燃料相关的 CH4排放量增加了

4.0 Tg/年，约占  2000-2006 年至  2017 年北美区域 CH4 总增加量的  80% 

（Jackson et al., 2020）。2000年后，东亚（包括中国在内）、南亚以及美国是全球

CH4人为排放增加的热点区域，而欧洲的 CH4人为排放量则有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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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56�pu

作为全球最大的 CH4排放国之一，在本世纪初，中国的 CH4人为来源约占

全球人为 CH4排放的 13%（Kirschke et al., 2013）。中国 CH4的排放量从 1980 年

的 24.4 Tg/年增长到了 2010 年的 45.0 Tg/年，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1980 年最

大的排放源水稻种植在总排放中的占比逐渐减少，2005 年之后逐渐被煤炭开采

过程中的 CH4排放所取代（Peng et al., 2016）。由于全球和中国地区的 CH4由于

来源复杂和难以量化，因此现有研究对 CH4排放的准确核算仍存在很大的挑战。 

基于使用地面站点、卫星和飞机等观测数据，通过使用自下而上统计排放清

单和自上而下源汇估算结果作为输入的 GEOS-Chem 模式，本项目量化了中国近

年来的 CH4浓度趋势，并结合现有的 CH4源汇估计，阐明了 2010–2017 年中国

CH4浓度变化的驱动因子。研究发现，近年来中国地区的大气 CH4浓度呈现显著

上升的趋势，增长率约为 7.0–8.4 ppb/年。其中，全球牲畜养殖、水稻种植和自然

湿地的 CH4排放分别贡献了 22.5%、17.0%和 22.6%的中国近地面 CH4浓度的增

长，来自中国的化石燃料开采、农业活动和垃圾填埋等人为 CH4排放贡献了本土

浓度增长率的 12.5% （表 5-1）。研究表明，2010–2017 年我国西南、东北和华

北平原地区的 CH4浓度上升趋势约有 1/3来自本土的畜牧业排放，强调了未来中

国畜牧业减排的重要意义。 

表 5-1 2010–2017 年 GTD 示踪模拟的中国近地面 CH4浓度趋势的来源贡献* 

 
*GTD 示踪模拟表示使用自上而下的排放清单作为人为和自然排放，全球大气 OH 浓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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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际变化也由观测约束反演得到，在此情景下 GEOS-Chem 示踪模式的模拟结果，此表单

位为 ppb/年。排放源包括牲畜（LIV）、水稻（RIC）、石油（OIL）、天然气（GAS）、煤炭

（COL）、废水处理（WST）、垃圾填埋（LDF）、生物质燃烧（BBN）、湿地（WTL）和其

他（OTH）排放，包括其他人为源（OTA）、白蚁（TER）和地质泄漏（SEE）。排放表格

来自谭海月（2022）。 

 对中国 CH4浓度来说，在 2010–2017 年本土排放对西部地区的贡献约为

9.4%，对中部地区的贡献则达到 12.5%（图 5-2）。对近地面 CH4浓度的变化趋势

来说，本土排放对青藏高原地区的贡献为 7.1%，而对东部沿海地区的贡献则达

到 21.9%。华北平原地区和珠三角地区的负值可能是由于京津冀地区煤炭排放的

下降和珠三角地区废物处理排放在近年来的降低造成的。西南地区本土贡献的高

值来自牲畜排放。东北地区本土贡献的高值来自牲畜排放、生物质燃烧和石油开

采排放。华北平原本土贡献为正值的地区主要是来自牲畜排放、废水处理和垃圾

填埋的排放增加。研究发现，近年来南方许多地区由原先的水稻种植逐渐向规模

化的水产养殖业转化，来自“水稻-水产养殖”的 CH4 排放总量的明显增长

（0.13±0.05 Tg/年）（Sheng et al., 2021），该排放源和其他人为源的增加一起，带

来了南方地区 2010-2017 年的大气 CH4浓度的明显增加。 

 

图 5-2 2010–2017年中国近地面 CH4浓度（a）和变化趋势（b）来自本土排放贡献的空间

分布，数据来自 GTD 示踪模拟（使用自上而下排放清单和约束后的全球大气 OH 浓度作

为输入的模拟）。具体计算方法为各格点的中国地区各排放源的示踪浓度（或趋势）之和占

该格点的总浓度（或总趋势）的百分比。表格来自谭海月（2022）。 

人为源排放导致的不断升高的 CH4 浓度能通过改变对流层大气氧化性、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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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辐射等方式，直接或者间接地对对流层臭氧背景浓度施加影响，从而给全球空

气污染治理带来了愈发显著的挑战 （Miller et al., 2019; Morgenstern et al., 2013）。 

5.2 ijk]lm&'--no./&'234(

鉴于 CH4对大气污染物的重要贡献，Zhang et al.（2016） 使用全球化学输

送模型 CAM-chem量化了 1980-2010年期间全球 CH4浓度变化对对流层 O3收支

的贡献。1980-2010年期间，全球对流层 O3收支共计增加了 28.12 Tg（8.9%），

其中北半球对流层 O3收支增加占全球总增加量的 54%（Zhang et al., 2021）（图

5-3）。图 5-3（b）的 CH4 敏感性试验结果表明，相对于 1980 年增加了 14.7% 

（+231 ppb）的全球 CH4浓度导致全球对流层 O3收支增加了 7.48Tg（+26.7%），

CH4排放是臭氧收支增加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其中，对于全球对流层 O3收支增

加贡献最为重要的东南亚（5.6 Tg）、东亚（5.6 Tg）和南亚（4.0 Tg）区域而言，

显著增加的 CH4等前体物的排放有利促进了区域乃至全球 O3收支的增加。对于

其他区域而言，CH4等前体物的变化对区域 O3收支增加贡献不明显，甚至会降

低欧洲区域的对流层 O3收支（Zhang et al., 2021）。 

 
图 5-3 a , 1980-2010 年全球对流层 O3收支（g/m2）空间分布变化。（a）1980年到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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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排放变化，（b）全球 CH4浓度变化对对流层 O3收支的贡献，以及（c）-（l）10 个世

界区域的其他人为前体物排放变化对对流层 O3收支的贡献（Zhang et al., 2021）。 

此外，为对工业革命以来的平流层和对流层 O3浓度变化进行归因，Zeng et 

al.（2022）使用来自多个地球系统模型的单一强迫扰动模拟全球 O3浓度对全球

温室气体变化对变化的响应（图 5-4）。结果表明，1850-2014年期间，从 800 ppb

增加到 1800 ppb的 CH4的变化导致全球地面 O3浓度普遍增加（0-10 ppb）。对于

对流层 O3变化而言，CH4对中高纬度的 O3增加的贡献要高于中低纬度地区。 

 
图 5-4 1850-2014年全球臭氧变化（ppb）对甲烷变化的响应，图片来自于 Zeng et al. 

（2022） 

从 O3前体物排放对 O3变化的贡献的空间分布来看，1980 年开始，全球 O3

前体物的人为排放一直在向赤道转移，尤其是在北美和欧洲减少，而在东亚和南

亚增加（West et al., 2009; Zhang et al., 2016）。与 NOx和 VOCs排放对 O3收支的

贡献分布相比，全球 CH4浓度增加对全球各区域的对流层 O3收支增加的贡献更

为均匀 （Zhang et al., 2021）。此外，全球纬向对流层 O3收支增加显示出全球 CH4

的强烈影响，与区域敏感性情景相比，全球 CH4敏感性的情景下的 O3收支变化

在空间上更加均匀（图 5-3和图 5-4）。该模型结果表明，在历史时期中，CH4能

加剧 30° S–35° N范围内的热点区域对流层（如东南亚、欧洲）O3收支，进而凸



 

61 

 

显了日益增加的 CH4 的人为排放能进一步加剧包括中国在内的热点区域的对流

层 O3污染。由此可知，全球 CH4浓度的增加能普遍提高全球尤其是北半球中高

纬度地区的对流层 O3背景值，进而对区域空气治理造成负面影响。 

5.3 _`lm>?DE@A--no./h)5&'2pq(

最为重要的温室气体之一，全球 CH4 排放的削减可以通过增加允许的碳排

放量对实现巴黎气候目标的可行性产生重大影响（Stohl et al., 2015），对抑制全

球变暖和大气污染的实现带来巨大的影响（Collins et al., 2018）。全球 CH4减排

已经被证明是降低全球对流层 O3收支，进而降低区域 O3背景浓度的最有效的方

法之一（Fiore et al., 2008; West et al., 2007）。 

5.3.1 ��Ur[\��M��M��%&?�� 

IPCC AR6 报告中有关 CH4减排的敏感性试验结果表明：尽早实行的 CH4和

O3前体物的协同减排能有效改善全球对流层 O3污染，并且将显着提高将全球变

暖稳定在 1.5°C 以下的可行性。 

图 5-5 表明，在弱气候缓解叠加仅强力削减非甲烷短寿命的气候强迫因子

（SLCF）的情景（SSP370-lowSLCF-highCH4，假定关键气候强迫的物种的排放

因子削减至 SSP1情景，2100年的全球 CH4浓度下降至 1839 ppb）下，相对于

2005- 2014 年，全球平均地表 O3浓度到世纪中叶（2050-2059）将减少 4.70 ± 0.07 

ppb（15.1%），到本世纪末（2090-2099）则降低 4.99 ± 0.06 ppb（16%），南亚

除外（Allen et al., 2021）。全球 NOx排放的大幅减少而导致的 O3的 NOx 滴定减

少和 PM2.5浓度的降低导致的自由基的异质损失减少等，可能导致了南亚区域地

表 O3浓度的增加（Turnock et a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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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2015年至 2100年，不同共享社会经济路径（SSP）的区域年平均地表臭氧（O3：

ppb）的预计变化。不同颜色线条和阴影表示每个场景中可用 CMIP6模型的多模型平均值

和±1标准偏差。图片来自 IPCC. （2021）。 

在 CH4和非甲烷 SLCF协同减排（SSP370-lowSLCF-lowCH4）的情景中，CH4

排放从 2020-2100 年期间削减 62 Tg/年，导致 2100 年全球 CH4浓度将降低至

1008 ppb（Collins et al., 2018）。额外的 CH4减排使全球地表 O3浓度将在本世纪

中叶降低 7.56±0.13 ppb（24.2%）和到本世纪末降低 9.04 ± 0.07 ppb（29.0%），

并且东亚、南亚地区的地表 O3浓度将显著下降（Allen et al., 2021）。与 CH4协

同减排措施带来的益处相比，仅非甲烷 SLCF减排的缓解措施通过减少气溶胶和

非甲烷的前体物能带来短期明显的改善空气质量的效益，但该措施无法有效改善

南亚的持续加重的 O3污染，并且对中长期空气质量改善程度有限。但，仅全球

人为 CH4排放量减少 20%（65 Mt/年），全球 O3的MAD8的背景值只能将减少

1.16 ppb（West et al., 2006）。因此，在保证社会经济竞争发展（即 SSP370情景）

的前提下，全球 CH4与非甲烷 SLCF的协同减排是有效缓解全球地表 O3污染的

必要措施，两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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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TUM./M��%&?�� 

鉴于畜牧业是我国 CH4 排放的第二大人为源，同时具有较大减排潜力的畜

牧业部门，本项目评估中国畜牧业 CH4减排对空气质量变化的长期影响效应。本

研究使 CH4模拟设置及数据来源内容详情请见谭海月 （2022）。 

图5-6（a）表示在未来的三种社会经济情景下中国地区平均近地面CH4浓度

的变化和采用DM30 即严格的综合减排（到2030年，畜牧业CH4排放降低26.8%）

后的CH4浓度。相比于基准情景，2050年中国近地面CH4平均浓度减少了21.6 ppb，

在减排效率和减排潜力最大的西南地区CH4浓度减少了超过30 ppb （图5-6（b））。

本研究发现，通过推广和落实我国牲畜饲养和粪便处理的两种技术减排措施，能

将我国平均的夏季O3 MDA8浓度降低约90 ppt。在高NOx的地区，由于O3对CH4的

敏感性会增加一倍（Fiore et al., 2008），因此对于臭氧高值区（图5-6（c）-（d）），

O3浓度下降超过100 ppt。这意味着在落实双碳目标的同时，对既是温室气体又是

臭氧前体物CH4采取严格的人为排放控制措施可产生一定的协同收益。 

 
图 5-6 中国畜牧业减排对全球和中国地区近地面 CH4浓度和夏季近地面 O3浓度的影响。

图（a）表示在不同减排路径下，2020-2050年中国平均近地面 CH4浓度的变化。图（b）

表示 2050 年基准情景和减排情景的中国 CH4浓度变化，右下角数值为中国地区和京津冀

地区平均的 CH4浓度变化量（ppb）。图（c）和（d）分别表示 2050 年全球和中国夏季近

地面 O3浓度的变化（ppt）。臭氧浓度为日最大 8 小时臭氧浓度（MDA8）。图片来自谭海

月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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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比，全球尺度上人为源排放部门的 CH4 和大气污染物的协同减排则

能有效降低未来中国的地表 O3浓度（IPCC., 2021; Stohl et al., 2015; Unger et al., 

2020）。基于 2003-2007 年的全球主要 7 个部门排放源（如农业（AGR）、家庭

（DOM）、能源（ENE）、工业（IND）、道路运输（TRA）、废物/垃圾填埋场（WST）

和航运（SHP））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包括 CH4），Unger et al.（2020）使用

全球地球系统模型设计一系列的敏感性试验，结果表明：全球各部门的大气污染

物及 CH4协同降低 50%的减排措施能使中国区域地表 O3浓度相较于 2003-2007

年降低 10 ppb 左右（图 5-7）。 

 
图 5-7不同排放源部门排放量相对于 2003-2007年的控制试验减少了 50%的全球年平均表

面 O3浓度变化（ppb），图片来自于 Unger et al.（2020）。 

从各部门减排的贡献来看，TRA，IND和 ENE部门的协同减排对中国的区

域地表 O3浓度降低贡献最大（表 5-2），尤其分别能使中国东部 O3浓度降低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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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 2.84±0.91 ppb，2.67±0.91和 2.31±0.97 ppb；农业和家庭的协同减排则对

中国地表 O3改善贡献有限（1.25±1.10 ppb和 0.79±0.68 ppb）。同时，与其他地

区相比，农业的协同减排对中国的地表 O3浓度降低贡献最大，表明中国大量的

水稻及畜牧业的 CH4 排放控制对中国改善大气污染的重要意义。上述敏感性试

验结果表明，全球范围的道路运输和能源部门的大气污染和 CH4 排放协同减排

是有效降低中国热点区域（如中国东部地区）地表 O3污染的重要手段。 

表 5-2 相对于全球范围和 3 个关键地区的控制实验，50%的部门减排的地表 O3浓度

（ppb）的年平均下降量，表格来自于 Unger et al.（2020） 

 

严格的中国畜牧业 CH4减排对降低中国地表 O3浓度的有限作用（<0.1 ppb）

和全球 CH4 协同减排带来的空气质量改善的显著成效对比可知：对改善区域空

气质量效果而言，仅对单个城市或区域的某个部门排放的 O3前体物严格减排是

低效且浪费资源的。对于长寿命的 O3前体物如 CH4而言，全球和半球范围的联

合减排则是有效降低对流层 O3背景值的有效的低成本措施（West et al., 2006）。

此外，对全球和半球尺度的考虑可能会改变 NOx和 VOCs 控制之间的平衡，因

此 O3前体物的协同减排将重点放在电力部门排放而不是运输上，更加关注航空

排放而不是地面交通排放上，或者放在航运排放而不是陆地交通排放上。 

5.4 lm>?DEr@-_`)s&'234(

5.4.1 ��Ur[\��M��:��p?��u

合理的 CH4 减缓水平可以通过增加允许的碳排放量对实现巴黎气候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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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产生重大影响（图 5-8）。在 SSP370基准情景中，相对于 2009-2014年的

全球地表气温（GSAT），GSAT到本世纪中叶将会增加 1.57±0.11°C，到本世纪

末则会增加 3.47±0.11°C。与 SSP370情景的 GSAT变化相比，SSP370-lowSLCF-

highCH4情景下的 GSAT在本世纪中期则增加 0.23±0.05°C，到本世纪末则增加

0.21±0.03°C。这是因为非甲烷 SLCF减排通过减少气溶胶和非甲烷前体物来改善

空气质量，会导致 0.1-0.3°C范围内的额外短期升温（Allen et al., 2021）。在SSP370-

lowSLCF-lowCH4的情景下，相对于 SSP370情景 GSAT变化，GSAT则在本世纪

中期将会在其基础上降低 0.15±0.05°C，在本世纪末冷却 0.50±0.02°C。上述结果

表明，CH4 排放量的协同控制不仅抵消了气溶胶和非 CH4 前体物引起的地表变

暖，最终能导致 GSAT到本世纪中叶降低 0.15±0.05°C，到世纪末降低 0.50±0.02°C，

从而能有效抑制全球气候变暖。 

 

图 5-8 SLCF和氢氟碳化合物（HFCs）变化对WGI共享社会经济路径（SSP）集合的

GSAT影响的时间变化。与 2019年和 1750年相比，净气溶胶、CH4、对流层臭氧和 HFCs

的影响及其总和。图片右侧显示了 2019年至 2100年间 GSAT变化的不确定性。图片来自

于（IPCC., 2021）。 

在低排放情景（SSP119和 SSP126）中，SLCF对变暖的贡献在 2040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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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峰值，很可能在 0.04°C到 0.34°C之间。在峰值之后，CH4和 O3的减少导致

的变暖减少占主导地位，给出了 2100 年 SLCF 和 HFC 变化引起的变暖分别为

0.12°C和 0.14°C。然而，从本世纪末的长期来看，两种情况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

差异。在 SSP370中，由于每十年 0.08°C的 SLCF，出现了接近线性的变暖，而

在 SSP585中，出现了更快的早期变暖。在 SSP370情景中，气溶胶的减少有限，

但 CH4、HFCs和 O3的稳步增加导致 GSAT的贡献几乎呈线性，2100年达到 0.5°C

的最佳估计值。在 SSP585中，CH4和 O3对 2100年的贡献减少，但 HFCs的变

暖仍在增加，SSP585在 2100年的 SLCF和HFCs变暖最大，最佳估计值为 0.6°C。

在 SSP245 情景中，气溶胶的减少导致 2100 年约 0.3°C 的变暖，而在这种情景

中，CH4和 O3的贡献很小。对于中长期（2040年后）的减排的气候变化的贡献

而言，对流层 O3和 CH4的减排对全球 GSAT降低的贡献愈发显著。 

5.4.2 ��Ur[\�� O3M:��p?��u

作为重要的温室气体之一，不同减排情景下的全球对流层 O3的变化对未来

气温变化有重要的影响（图 5-9）。低排放情景中，到本世纪中叶 O3的减少对全

球 GSAT大约降低 0.6-0.8℃，到本世纪末将约降低 1.5℃。在高排放情景中，O3

的变化则会导致 GSAT增温在本世纪中期达到峰值（>1℃），到本世纪末期下降

至约 0.8℃。 

在 SSP370-lowSLCF-highCH4情景下，仅仅 SLCF减排不能有效降低本世纪

中叶的中国东部地区的地表 O3污染（+0-3 ppb），进而可能单独导致 GSAT 到

本世纪中叶 0-0.05 ℃的升温（相对比 2019年）（图 5-8和图 5-9）。此外，到本

世纪末，全球地表 O3浓度变化可能导致 0-0.15℃的 GSAT的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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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NMNTCF（SSP370-lowSLCF-highCH4）、all-NTCF（SSP370-lowSLCF-

lowCH4）和 CH4缓解（SSP370-lowSLCF-highCH4- SSP370-lowSLCF-lowCH4）的多模型平

均地表 GSAT变化的空间图。（左图）2050-2059相对于 2005-2014和（右图）2090-2099相

对于 2005-2014的多模型 GSAT变化。图片来自于 Allen et al.（2021） 

在 SSP370-lowSLCF-lowCH4情景下,全球 CH4与 SLCF的协同减排将能有效

的降低中国区域的地表 O3浓度和 GAST。到本世纪中叶，除中国东部部分区域

地表 O3 还有所增加外，绝大多数区域地表 O3降低（0-10 ppb），导致 GSAT到

本世纪中叶 0-0.1℃的降温（图 5-8）。此时，包括 O3的 SLCF和 HFCs的减排会

使中国 GSAT整体降低 0.02-0.06℃（图 5-9（c））。到本世纪末期，全球 CH4与

SLCF的协同减排将使中国地表 O3普遍降低 2-14 ppb。此时 O3浓度的变化可能

使中国 GSAT降低 0.1-0.13℃ （IPCC., 2021），SLCF和 HFCs的减排会使中国

GSAT整体降低 0.27-0.32℃（图 5-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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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tEF>GHc2u)/'WKsv)w&'(

5.5.1 ����u

羟基（OH）自由基是对流层中主要的氧化剂，能够和大部分污染气体反应，

控制污染气体的浓度和寿命，OH 的水平是决定二次污染物的水平的重要因素。

根据 IPCC 2020年报告，在 20年的时间范围内，全球 CH4排放量每年以较快速

度增长，CH4的全球变暖潜力（GWP）为 86，100年的 GWP为 28。大气中 CH4

的汇主要是对流层中与 OH的氧化、干燥土壤中的生物氧化和平流层损失，大气

中 CH4最主要的清除过程就是在对流层中与 OH 的氧化反应。与对流层 OH 自

由基的反应消耗 CH4约为 528 Tg/年，约占总汇的 77%；向平流层输送 CH4 51 

Tg/年，约占总汇的 7%；通气良好的表层干燥土壤所消耗的大气 CH4 的量约为

28 Tg/年，约占 CH4总汇的 4%左右。作为大气中 CH4的主要的汇，OH 自由基

浓度的变化是CH4浓度在近些年来变化趋势的驱动因子（McNorton et al., 2016）。

对流层 OH 浓度在大气中会通过影响损耗的 CH4质量进而影响大气 CH4浓度变

化，研究发现减少4%的全球平均OH 浓度相当于CH4排放增加约22 Tg/年（Rigby 

et al., 2017）。因此，量化不同排放路径下的中国 OH变化是评估不同协同治理措

施对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协同治理效果的重要指标。 

基于第 3章第 2节计算的中国温室气体和 O3前体物的 4种协同减排路径下

的排放清单，本项目在该章节使用Murray et al.（2021）改进的基于 OH稳态关

系推导出的计算大气化学传输模型（CTM）OH浓度变化的统计公式（Wang and 

Jacob, 1998），量化评估协同减排导致的大气氧化性的变化对 CH4治理的效果。 

[𝑂𝐻] = 𝐽VO Z	7 Q𝑞
\?
\@
5/3                     （公式 5-1） 

其中𝐽VO Z	7 Q是 O3对𝑂( 𝐷	% )（s−1）的光解频率，q是比湿度（kg H2O kg air−1），SN

和 SC分别是 NOx（Tmol N y−1）和活性碳（Tmol C y−2）物种的排放速率。前两

项限制了总HOx产生的速率，而排放比决定了OH自由基和过氧自由基之间HOx

的相对分配（NOx有利于 OH，活性碳有利于过氧自由基）。该公式描述了基本的 

OH 光化学如何随着排放和气候参数的变化而变化，能被广泛用来解释单个

CTM内的全局 OH变异性，并在众多的气候和排放情景中具有高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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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pF���:O�pu

在本项目设置的四种情景中，参考情景的排放控制在长时间尺度上对全国大

气 OH浓度基本不产生影响。含有末端排放控制的情景因为能够有效削减活性碳

（VOCs）物种的排放，从而增加全国 OH 浓度和大气氧化性，同时结合碳中和

和末端排放控制的减排情景可以在 2060年增加约 60%的全国大气 OH浓度（图

5-10）。不加入末端排放控制的碳中和情景尽管有强 NOx排放削减，但由于缺乏

对 VOCs的排放削减，在长时间尺度上会降低全国大气 OH浓度，不利于大气氧

化性的增加。 

 

图 5-10 四类减排情景对全国大气 OH浓度相对变化的影响 

对流层中甲烷的化学寿命主要由 OH自由基氧化反应控制，其反应为： 

CH^ + OH → CH_OM                  （公式 5-2） 

因此有 CH4与 OH反应寿命： 

𝜏(CH^) =
%

"·[bc]
                     （公式 5-3） 

结合四种排放情景下全国大气 OH 自由基长期尺度浓度变化，可计算得到

CH4在 3种减排强度下的化学寿命水平如图 5-11。在末端控制情景下大气甲烷寿

命可逐渐缩减到现有 40%-60%水平，平均寿命降低显著。这表明有效的规划减

排可减少 CH4的 GWP水平，有利于达成双碳目标。在长期尺度上，VOCs的末

端排放控制对大气氧化性的提高和降低温室气体寿命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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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 四类减排情景对全国大气 OH浓度相对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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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cNde 

6.1 xy(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中国大多数城市的 O3污染呈现波动增加的趋势，

且 PM2.5浓度仍然存在且远高于WHO第二阶段目标。仅依靠空气污染物末端治

理往往难以实现空气质量目标，减少化石燃料使用、传统制造业转型等源头改进

也十分重要。常规大气污染物和 CO2大都源于化石燃料的燃烧，空气质量改善需

求也将有利于低碳转型目标的推进。同时各地区气象条件、污染物排放、产业结

构和能源结构等都存在差异。由此，量化中国省级空气质量目标的实现路径及其

对气候减缓的协同效益，是实现温室气体与空气污染协同治理急需解决的问题。 

（1）O3 MDA8背景值是指本地扣除人为源排放后 O3 MDA8的本底浓度（或

基准浓度），理论上包括周边区域的传输、平流层的注入和本地天然源 VOCs 反

应生成的 O3。2015-2022年中国地表 O3背景值浓度 30-60 ppb之间，呈现出由中

部（30-40°N）向南北递减的规律，具有明显的空间、季节分布特征。京津冀、长

三角和珠三角等重点区域的 2022 年夏季的 O3 MDA8 削减空间约为 9-23 ppb。

MLR模型结果表明，2013-2019年气象因素能显著增加大部分区域地表O3浓度，

其中对华北平原、长三角和珠三角等的地表 O3贡献为 0.7-1.4 ppb/年。此外，相

较于厄尔尼诺的复杂且不显著的影响，东亚夏季风则能通过影响水平跨界传输更

能有效地调节中国夏季 O3背景值的时空分布。 

（2）通过设置一系列 O3前体物减排的敏感性试验，识别了不同省级区域内

O3浓度对 NOx和 VOCs排放变化的敏感性，并制定了基于 O3浓度达标的两阶段

分省减排目标。除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外，我国大部分省份处于 NOx敏感区。短

期内，在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地区侧重 VOCs的减排，有利于快速削减其夏季

O3污染高峰，而长期来看，全国范围内仍需坚持以 NOx深度减排为主的 O3污染

防控和治理措施。此外，减排 NOx与 VOCs在减缓近地面 O3污染的同时，在大

部分地区也能带来显著的 PM2.5污染协同改善。在 2015 年基准排放的基础上同

时减少 80%的人为 NOx与 VOCs排放，可以使夏季北京地区平均 PM2.5浓度降低

35 μg/m3。在此基础上，使用能源经济模型结合碳减排及末端控制措施量化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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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型的温室气体与 O3前体物协同减排路径。 

（3）碳减排政策通过能源替代和工业产量降低实现大气污染物协同减排。

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源不同决定了碳减排对于其减排的协同程度大小。气候政策对

于 NOx、SO2和一次 PM2.5减排有显著的协同作用，并且对于 NOx减排的协同程

度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加，对于 SO2则是随着时间推移而降低。而对于 VOCs 和

NH3，只有在加强末端控制后，排放量才会显著下降，与气候政策没有显著的相

关性。我国臭氧中长期目标的实现也具有很强的碳减排协同效应，其中以 VOCs

减排为主的减排路径涉及到的减排行业广，碳减排协同效应强，石油加工和电力

部门是关键的协同减碳部门；而以 NOx 减排为主的减排路径下，金属冶炼部门

也贡献了较高的碳减排。如以 VOCs减排为主，实现臭氧中长期目标时，NOx排

放也会降低到一个较低的水平，且 CO2减排协同效应最高，是综合各种污染物减

排后的最具优势的一种臭氧中长期目标实现路径。 

（4）气候政策将会扩大我国 O3和 PM2.5污染改善潜力，但末端控制政策比

单独采取碳减排政策利于改善中国 O3污染。坚持实施气候政策，推进 NOx深度

减排能够扩大未来城市地区 O3减排潜力，考虑一次污染物的更深度减排可能会

有助于 PM2.5浓度进一步降低以达到国家标准。不同政策情景下得到的 PM2.5和

O3 污染均呈现协同改善的特征，其中 CNS-CO2PC-POLICY 的改善效益最大，

BaU-CLE情景的改善效益最小。短期内，大幅减排 VOCs相比 NOx能取得更大

的 O3污染改善协同效益，但从长期来看，减排 NOx的 O3污染改善效益随着 NOx

减排幅度的增长而增大。对夏季 O3污染，GBA地区试验中总结的“短期优先减

排 VOCs，长期坚持深度减排 NOx”的结论在全国范围内依然适用。然而，即使

在 CNS-CO2PC-POLICY情景中，我国的冬季近地面 PM2.5和夏季 O3评价值仍无

法达标，意味着全国范围内在未来仍需要更为严格的一次污染排放控制措施，以

进一步提高气候政策和末端治理政策实施的环境与健康协同效益。 

（5）1984 年以来，全球 CH4平均浓度和人为源 CH4排放量显著增加。此

外，中国近年来的大气 CH4浓度也呈现显著增加的趋势。其中，全球牲畜养殖、

水稻种植和自然湿地的 CH4排放分别贡献了 22.5%、17.0%和 22.6%的中国 CH4

浓度的增长，来自中国的化石燃料开采、农业活动和垃圾填埋等贡献了本土浓度

增长率的 12.5%。1850年以来，CH4加是导致对流层 O3收支增加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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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使全球地表 O3浓度大约增加 0-10 ppb。 

（6）严格的 CH4和大气污染前体物的协同减排将显着改善地表 O3污染和

提高将全球变暖稳定在 1.5°C 以下的可行性。与中国畜牧业 CH4减排对降低中

国地表 O3浓度的有限作用不同的是，全球人为源排放部门的 CH4协同减排的显

著成效。此外，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前体物的协同减排能使未来对流层 OH水平

逐年增长，大气氧化性提高，CH4平均寿命降低显著，可有效减少甲烷 GWP。 

综上，实现我国 O3、PM2.5污染和温室气体协同控制需要以大气氧化性调控

为核心，通过开展各省份的 VOCs、NOx关键前体物与 CO2和 CH4等温室气体的

科学协同减排从而取得中国大气复合污染控制的最大收益。 

6.2 z{(

空气污染与气候变化同根同源，减污降碳可以协同增效。基于上述工作，为

O3、PM2.5污染和温室气体协同控制实现美丽中国及碳中和的目标提出以下政策

建议： 

（1）量化各区域的 O3背景值，以及气象因素和气候变化对局地 O3浓度变

化的贡献程度，以评估各区域地表 O3减排潜力。需因地制宜地对各区域制定削

减气象因素对 O3的贡献的污染物减排和区域环境管理政策。对于华北平原地区，

建议控制夏季周边区域污染物排放，缓解夏季高温对区域 O3污染的贡献。由于

中国各区域的 O3背景值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区域 O3的联防联控有利于降低本

地 O3的背景值，从而增大本地 O3的削减空间，以期进一步降低 O3对当地生态

系统和人体健康的负面影响。 

（2）明确国家层面和各省级层面的大气污染物及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治理路

径。基于国家层面的总体控制目标，结合各省份实际经济水平、发展需求及技术

条件等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区域实际发展的优势及不足之处，明确区域发展目标，

协调各省污染物减幅度，制定适合各省级及能细分至县市级的协同减排目标及路

径。同时，应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目标与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统筹融合，协同各省

份的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与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3）综合考虑发展阶段、资源禀赋、成本效益和减排潜能实施区域政策，

实现区域协同效益最大化。大气污染物及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治理的协同治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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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区域合作，对区域的大气环境协同监管和综合治理，实现节能减排技术、治

理经验和监测信息等的共享，统筹管理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和领域，逐渐形成各

地区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区域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新格局。 

（4）识别各区域优先控制重点协同行业，减少经济损失，降低减排成本，

优化各区域 O3、PM2.5 污染和温室气体协同减排方案。优先削减金属冶炼部门、

石油和化工部门等能有效提高碳与污染减排协同治理的效率，降低减排成本，实

现国家层面的协同减排。但针对各省份而言，需要在国家层面的方案的基础上差

别的制定碳与污染减排协同优先控制部门方案。 

（5）应当强化源头治理，综合考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能源结构调整、交

通结构调整和加强末端治理措施。产业结构优化重点强调严控“两高”项目、实

施产能置换，加快落后产能淘汰等；能源结构调整重点强调降低煤炭消费比重、

严控重点区域煤炭消费总量，推行清洁能源。交通结构调整重点新能源化和清洁

化。末端治理强化 NOx与 VOCs等多污染物的协同治理。 

（6）加强国家乃至国际层面的 CH4等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的协同减排合

作。鉴于 CH4协同减排对中国乃至全球 O3污染和气候变化改善的显著效果，注

重整体中国层面的能源、交通和工业等部门的 CH4协同减排是有效改善区域 O3

污染的重要措施。同时，加强国际合作，为实现 1.5 温升目标和缓解 O3污染需

实现半球乃至全球尺度上的 CH4、NOx和 VOCs等污染排放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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